附录三：若干国家宪政与行政法治的发展
Ⅰ、法国宪法修改若干问题评析
张莉(
宪法是法国的根本法，是其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虽然四十五年来法国一直在适用1958年10月4日宪法，但法国学者也承认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通过的那部宪法经过十七次修改后已经“面目全非”
。为了让国内的学者更好地了解法国宪法现状，笔者拟从宪法修改制度及历次修宪对法国宪政生活的影响两方面评析法国的宪法修改问题。

一、宪法修改制度评析

在法国，宪法在由宪法性规范、国际条约与协定、法律、法规、规章等组成的法规范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地位的至上性决定了宪法修改权有别于立法权，修宪程序也有别于立法程序。下面，我们就从法国刚性宪法传统、修宪程序规则和宪法修改所受限制几方面逐一考察法国现行的宪法修改制度。

（一）刚性宪法的传统
宪法作为法规范的一种，不可能万世不变。根据宪法修改机关和所遵循的程序的不同，我们通常可以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两类。法国1789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制定了几部成文的
刚性宪法。当时的制宪者认为宪法是国家成立的契约，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要保持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可象普通法律那样轻易就被修改。为了维护国家宪政选择的稳定性，这一时期颁布的宪法不仅在形式和程序两方面为宪法修改提出较制定普通法律更为严格的条件，而且在修宪时间上设定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1791年宪法规定必须由三届议会连续就某一宪法事项提出修改动议方可启动修宪程序。

复杂的修宪程序和特殊的表决机制固然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权威，但宪法的刚性过强也成为剧烈革命的导火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6-1958）之前的所有政权夭亡的原因都不是合法的修宪，而是法外的革命
。法国让·瓦里纳（Jean Waline）教授甚至认为“直到1875年法国尚未养成以修宪形式化解政治危机的习惯，人们不是去修改现行宪法而总是另起炉灶。只是随着议会制共和政体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的最终确立，修宪才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

（二）修宪程序
修宪权属派生性的制宪权，与本源性制宪权对称。如果说本源性制宪权是建立政权时人民
行使的确立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国家权力分配及机构运作模式的原生性权力，那么派生制宪权由于只涉及宪法的修改或变更而并不触及整部宪法的基础所以通常委托给根据宪法设立的机构来行使，如议会。在修宪权主体问题上，由于1958年宪法原则上要求宪法修改既要得到议会两院的同意又要经过全体公民的复决批准，所以可以说法国的宪法修改权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即议会）和全体人民共同行使。

虽然1958年宪法第89条为宪法修改程序作出的明确的规定，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总统因时所需借助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的做法也值得在此评述。

1、法定程序

关于1958年宪法规定的宪法修改法定程序，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提出修宪倡议、形成修宪文本和表决修宪议案三个阶段来考察。
（1）提出修宪倡议
同在普通立法程序中一样，国家行政权主体和议员共同行使宪法修改倡议权。由于宪法要求“总统在总理建议下倡议修宪”，所以当修宪倡议出自国家行政权时二者的合意必不可少。这项要求在总统与总理出自同一政治阵营时相对容易满足；相反，在“左右共治”时期，由于二者政治派属不同、意见时常相左，所以欲行修宪，双方只有妥协。但实践表明，“共治”未曾阻碍修宪进程，因为有多项宪改措施是在“共治”时期实现的（参见本文附录1，第7、8、12、13、14、15项）。但是，1999年，为了批准《欧洲地方语言宪章》而进行的宪法修改就曾经因为右派阵营的希拉克总统和左派阵营的若斯潘总理意见分歧而未能实现。
按照宪法第89条之规定，任何一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院议员都有权提议修改宪法。1958年以来，虽然议员提出了许多修宪建议案，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项最终实现。原因固然是单个或少数议员人单势薄很难让议会两院以相同文本通过修宪建议案，但宪法第48条赋予政府确定议会议事日程的特权也不可忽视，因为这项规定首先就降低了议员修宪建议案在议会获得讨论的机会。
（2）形成修宪议案文本阶段

在总统或议员提出修宪倡议后，议会两院将分别审议修宪议案以确定正式的文本。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实行议会两院制，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虽然总体说来国民议会的地位高于参议院
，但在宪法修改问题上，二者则地位平等。

由于宪法修改要求议会两院就同一修宪文本首先形成一致意见，所以议会两院间的文本传递工作将一直进行到双方达成一致为止。不仅如此，所有在普通立法程序中为加速立法进程而设置的便利机制都无法在修宪程序中使用。首先，国民议会无权单方通过修宪议案
；其次，政府也不能采用法案默示表决程序逼迫议会形成修宪文本
。

宪法第89条“议会两院表决通过同一修宪文本”的规定其实赋予了议会任何一院宪法修改否决权。当参议院多数与国民议会多数不同时，参议院就会行使否决权阻碍修宪进程。如1984年关于扩大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复决适用范围的修宪草案和1990年关于扩大宪法委员会受案渠道的修宪草案就曾因参议院的反对而被迫中途放弃。正是参议院在修宪领域享有的一票否决权迫使戴高乐总统在1962年和1969年“另谋出路”，采用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参见下文）。为了避免参议院的修宪否决权再次引发宪政危机，在密特朗总统倡议下成立的、由法国资深宪法学者乔治(维戴尔（Georges Vedel）担任主席的“宪法修改咨询委员会”曾在1993年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设置一个能够保证打破因参议院反对而陷入政治僵局的程序
。

（3）修宪议案表决阶段

1958年宪法第89条规定：“宪法修改经公民复决后方可最终确定。但若总统决定将修宪草案提交议会两院联席会议（congrès）表决，则此宪法修改草案无需提交公民复决”。由此可见，公民复决应当是宪法修改的原则做法，而议会表决属例外情形。但1958年以来的修宪实践显示，绝大多数宪法修改是通过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形式实现的，公民投票复决反倒成为例外（参见本文附录1）。2000年9月24日关于总统任期改革的全民复决是在宪法第89条框架内首次进行的公民投票。有学者慨叹“1963年以来的优先选择议会途径修宪的惯例实际上剥夺了人民本该在修宪问题上行使主权的机会”
。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修宪权与立法权都由议会行使，但其表现形式不同。在表决修宪议案时，议会以两院联席会议的形式工作。此时，所有的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集中到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专门表决修宪议案。为了突出宪法的刚性特征，1958年宪法要求修宪文本应以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有效投票的五分之三多数通过。

如果说政府的修宪草案既可以由公民复决又可以由议会投票表决的话，议员提出的修宪建议案（proposition de révision）则只能由公民投票复决通过。这主要是因为，如果议会自己倡议修宪又自行表决通过，那么宪法修改就很容易实现。虽然总统提出的修宪草案（projet de révision）原则上也适用直接民主的原则，但出于经济、简便的考虑，宪法还是允许总统决定将其提交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审议，尤其对修宪草案文本发表最后的意见。如果说议会先前的审议工作旨在寻求两院均能接受的修宪统一文本，那么再度以联席会议形式出现的议会则不再享有修宪草案文本的修改权，而只能通过投票表示赞成与否。

虽然是否采用和何时采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形式最终表决修宪草案由总统自行决定，但由于获得有效投票的五分之三并非易事，所以总统仍会根据政治情势谨慎行事。如，蓬皮杜总统由于预见到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可能遭遇失败，先后于1973年和1974年放弃了旨在缩短总统任期和改革议员替补制度的修宪草案。

由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或公民投票通过的宪法修改文本将以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的形式由总统公布并在《官方公报》上登载。宪法性法律依次对所要修改的宪法条文重新作出规定。

第五共和宪政史上唯一一次明确以失败告终的修宪尝试即是1969年被公民投票否决的参议院和大区制度改革方案。另外，迄今为止，还有五个修宪议案尚未进行到底（内容参见本文附录2）。这既可能是因为议会两院无法形成一致的修宪文本，也可能是因为总统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放弃将修宪程序进行到底。

2、采用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复决程序修改宪法引发的争论

如果说1958年时所有人都坚信唯一的修宪程序就是宪法第89条确定的程序，那么自从1962年和1969年戴高乐总统先后两次选择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复决程序修改宪法或试图修改宪法后，能否借助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就成为法国政界和学界的焦点话题之一。

如前所述，围绕主权所属和实现方式等问题，历来存在“国家主权论”与“国民主权论”之争。法国虽然是国民主权理论的诞生地，但却一直奉行国家主权的原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在1958年宪法第3条中提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经由其代表和直接投票方式行使之”。为此，宪法分别在第11条和第89条分别规定了公民复决（référendum）制度。

宪法第11条规定“经政府建议或议会两院联合建议，总统可以将有关公权力组织及旨在批准不与宪法相抵触但可能影响现行制度运作的国际条约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
。从该宪法条文的用词可以看出，该条所涉及的公民复决程序仅限于由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projet de loi），而不是由议员提出的法律建议案（proposition de loi）。显然，这一规定的本意是在普通立法程序内将某些关系国家制度架构、国计民生、法国国际承诺的事项交由全体公民直接决定。尽管如此，1962年，戴高乐总统还是不顾政界和学界的反对意见坚持通过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复决程序修改总统选举制度。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法国多数学者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认为戴高乐总统当时如此行事系当时情势所迫。因为，当他表示将倡议总统选决办法由原来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后，参议院明确表示反对。在戴高乐看来，由公民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没有道理阻拦人民就未来总统直选问题发表意见；另外，在修宪程序可能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摆脱参议院反对意见的做法就是按照宪法第11条组织公民投票，由主权的真正所有人表达心声。事实上，按照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具有既不需要议会两院讨论，又不需要其分别表决通过相关议案的便宜，这样，就可以规避掉宪法第89条有关议会两院讨论并形成一致修宪议案的强制性规定。

在戴高乐总统1962年10月2日表示将提议按照宪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复决程序改革总统选举办法后，法国政界、学界纷纷表示反对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于1962年10月1日对修宪草案发表的咨询意见
。该机构坚持认为“修宪草案只能按照宪法第89条规定程序表决，即在议会两院以相同案文表决通过后方可提交公民复决”。尽管专家、学者强烈质疑此次修宪程序的合宪性，在1962年10月28日的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还是有多达62%的有效投票支持戴高乐提出的总统直选宪改方案。有学者因此认为“公民赞同修宪草案的投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该修宪程序变得合宪”
。

1969年，在明知参议院无法接受旨在大幅削减其自身权力的修宪草案的情况下，戴高乐总统决定再次采用宪法第11条修宪。这种做法再次遭到最高行政法院的强烈反对。该机构在1969年3月15-17日的全会咨询意见中继续捍卫其在1962年所持的观点，并认为1962年通过宪法第11条修改了总统选举办法并不意味着宪法第89条规定的宪法修改模式相应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在最高行政法院看来，1962年通过宪法第11条成功修宪的事实并不构成一条宪法惯例。在1969年的修宪草案被公民否决后，戴高乐认为自己已丧失民意支持继而辞去总统职务。

如果说法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反对借助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个别学者却认为既然宪法没有明确禁止采用第11条修宪，那么该条文使用的“法律草案”一词就包括了“宪法性法律草案”（projet de loi constitutionnelle）的可能
。笔者认为，在法国政界、学界围绕能否采用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后，特别是在1969年戴高乐总统因修宪失败而辞职的历史背景下，很难想见今后会有总统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宪法第11条修改宪法。

（四）修宪权受限论与修宪主权论

1958年宪法第89条规定“在国家领土完整濒临危害时不得着手或继续宪法修改程序”（第四款）、“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宪议题”（第五款）。另外，宪法第7条规定“在总统缺位或总统宣布无法视事时不得适用宪法第89条之规定”。宪法委员会又在1992年9月2日的裁决中将“特殊情势下不得修宪”的规则扩大解释到宪法第16条列明的“非常情势”。这样，在法国修改宪法就要同时受到三条与政治情势相关的时间限制和一条实质内容限制。

实际上，在1958年宪法中规定“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危害时不得修宪”是受1946年宪法第94条规定启发的结果。由于二战初期法国在被德国占领后通过1940年7月10日修改宪法建立了维希伪政权，所以1946年制定的宪法强调“当国家领土被外国势力占领时不得修宪”。如前所示，法国总统在整个修宪程序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1962年修改总统选举办法时加入了禁止代总统启动或继续修宪程序的规定。宪法第16条明确规定“在共和国机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条约的执行遭受严重且急迫的威胁，致使宪法规定的公权力无法正常运转时，共和国总统可以……采取应对情势必要的措施”但“这些应急措施应当以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权力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完成其使命的手段为目的”。宪法委员会由此认为，总统在非常情势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应当以恢复正常的宪法秩序为首要目的，而不应包括在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下修改宪法的权力。

在宪法中明确“共和政体不可易”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的1884年8月14日宪法性法律。当时，作出此项禁止性规定是为了防止封建王朝复辟。1958年制宪时重提这一原则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在法国出现曾经让整个欧洲遭受战火蹂躏的独裁政体。正如多米尼克·卢梭（Dominique Rousseau）教授所言：“如果将‘不得修改共和政体’的规定仅仅理解为不得复辟帝制、王权，那么这一规定的实际作用将十分有限，因为如今在法国恢复帝制、王权的可能性已很小。相反，如果对‘共和政体’做广义理解，即包括政教分离、公共服务、平等、互助等共和价值理念，那么这一规定对修宪权主体的约束力则较强，后者在修宪内容上的自由空间也将相应缩小”
。

如何对待上述修宪禁止性规定，法国宪法学者的观点不甚一致。在法国宪政生活中权威性日益提高的宪法委员会在1992年9月2日裁决中认为“在遵守宪法第7、16条和第89条第四款有关修宪情势限制的规定和宪法第89条第五款‘共和政体不得修改’的规定的前提下，制宪权自主”
。一方面宣布制宪权自主，另一方面又要求其遵守宪法中的修宪禁止性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意见是否“自相矛盾”？该委员会时任主席（1986-1995）罗贝尔(巴丹特（Robert Badinter）先生对其作出如下理解：“制宪权，无论是本源性的还是派生性的，都是主权性的；但派生性制宪权必须在遵守宪法现有条文规定的条件下行使，先行变更修宪程序者除外”
。换言之，虽然说宪法修改权同原生性制宪权一样都是自主、不受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修改可以任意进行。在没有先行修改修宪程序限制或实体限制之前，任何修宪活动都应当受既有宪法规范的约束。
如果说目前法国多数学者都认为存在一种由自由、民主、分权、法治等基本治国理念组成的、绝对不容变更的“基本宪法秩序（ordre constitutionnel fondamental）”
，一部分学者仍坚持认为上述修宪禁止性规定实属道义上的限制，不具有法约束力。在他们看来，宪法规范内部无等级之分，设置“超级宪法原则（principe supra-constitutionnel）”是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的
。因为制宪者无法强制后世遵从己见，况且目前在法国尚没有机构可以监督修宪行为的合宪性。
其实，如果深入考察法国现有宪法规定和第五共和宪政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现有的宪法制度下，修宪行为实际上受到一定的法律监督和政治监督。如，在总统提出修宪草案之前，最高行政法院可以依据宪法第39条之规定就修宪的程序合法性提出咨询意见。不仅如此，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听取该机构的意见，国民议会还可以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1962年10月5日，在戴高乐总统于三日前宣布将按照宪法第11条规定的程序提请公民复决总统选举办法修改草案后，国民议会对蓬皮杜政府表决通过了“不信任案”，这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在修宪行为事后司法审查方面，法国宪法学界一直在讨论宪法委员会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是否有权审查宪法性法律合宪性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不享有普遍的司法管辖权，它只在宪法规定的特定事项上享有宪法司法权。另外，从宪法委员会的裁决实践看，它基本上能做到严格自律、不自行扩张司法管辖权。例如，1962年11月，在公民按照宪法第11条之规定复决通过了改革总统选举制的宪法性法律后，参议院议长曾提请审查该宪法性法律的合宪性，宪法委员会以公民复决属民意表达行为自己无权审查为由驳回了该项审查请求
。如果说由公民复决进行的宪法修改因带有主权特征宪法委员会应当予以尊重的话，摆在法国宪法学者面前的难题是在总统依宪法第89条之规定将修宪草案提交议会两院联席会议表决通过的情况下，宪法委员会可否受理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通过但却被认为违宪的宪法性法律？有学者认为既然宪法委员会在1992年9月2日裁决中明确宪法修改的限制，那么它就对此类修宪行为享有司法管辖权
。罗贝尔(巴丹特先生却认为，虽然宪法委员会在此份裁决中要求宪法修改不得违反宪法相关禁止性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机构为此得到此后开展相关司法审查的授权
。宪法委员会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先后在1992年9月23日有关《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第三份裁决和2003年3月26日有关“地方分权修宪”的裁决中通过重申其仅有权审查组织法和普通法律的合宪性明确排除了由其进行宪法性法律合宪性审查的可能。为此，法国多数学者认为最好在不久的将来修改宪法，明确授权宪法委员会对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宪法性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权
。届时，宪法委员会的审查权范围是否将仅限于巴丹特先生所建议的程序性审查，还是像宪法委员会另一位前主席弗朗索瓦(吕歇尔（François Luchaire）所建议的那样进行更为广泛的实体审查
。对此，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二、第五共和以来历次修宪及其影响

如果比较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时的宪法和现行宪法，我们就会发现1958年宪法在四十五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8年时，议会每年先后两次开会，会期分别为三个月，如今，议会只有一个会期，为期九个月；1958年时，总统由一个80000人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如今，总统由全体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五年；1958年时，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仅限于协调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如今，它已更多地成为公民基本权利、自由的捍卫者；1958年时，国家主权被认为是不可侵犯、不能减损的，如今，主权完整原则不再成为法国在货币、移民等敏感事项上向欧洲联盟或国际组织让渡主权的障碍……下面，我们就从法国国内宪政生活的改变和国家主权的让渡两方面来深入考察法国宪法修改的影响。

（一）国内宪政生活的改变

除去1963年12月30日对议会开会日期的修改、1976年6月18日对总统选举过程中意外情形的补充规定等少数几次纯技术性的宪改措施，法国绝大多数宪法修改还是对其宪法和宪政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甚至属于重大的实质性转变。下面，我们就从第五共和政体定性、国家结构形式、宪法监督制度、司法改革等方面逐一加以评析。

1、从“合理化的议会制政体”到“半总统制政体”

1962年，法国人民投票同意将总统选举方式由间接选举改为公民直选；2000年，他们再次投票同意将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这两项宪法改革措施对法国政体和宪政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时期，议会高居政府之上，结果是政府更迭频繁、议会制政体蜕变为代表大会制
。为了使政府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又相对稳定”，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设计了一个“合理化的议会制政体（Régime parlementaire rationalisé）。所谓“合理性议会制政体”是在保持议会内阁制政体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在立法、行政两权关系问题上采取措施进一步抑制立法权、提升行政权，如在规范制定权方面，立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宪法第34条规定的事项，在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方面，加大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案表决程序的难度等。

但随着1965年总统直选产生，特别是议会代表的民意多数与总统代表的民意多数一致时所形成的“双重多数事实”，法国的政体逐步演变为“半总统制”（Régime présidentialiste）。总统依仗自己代表的民意多数将宪法赋予其的权力发挥到极致，政府总理俨然是总统的“仆从”。这种总统独揽行政大权的局面被某些法国学者讥讽为“共和君主制”。但是，当总统多数和国民议会多数不一致时，就会形成所谓的“左右共治”局面。截至目前为止，法国共有三次“共治”经历，分别是1986-1988年，1993-1995年和1997-2002年。左、右翼政党共同执掌政权的时期虽然短暂，但确是1958年设计的政体模式的真实表现。

随着2000年10月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特别是2001年5月15日专门立法调整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的先后顺序，法国在政体设计上再次滑向了“半总统制”一边。今后，除非总统解散议会导致提前大选，否则在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几乎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很难再度出现“共治”局面。

2、多元、日渐宽松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法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从1982年法国开始推行地方分权，在法律框架内逐步有序地向地方移转权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基于本地的特殊情况，个别地方团体开始寻求试验性地方立法权。2002年1月17日，宪法委员会裁决认为“有关科西嘉的法律”中关于议会授权科西嘉地方议会在一定期限内行使试验性立法权的规定违宪，不得与其它条文一同颁布、实施
。其实，宪法委员会如此裁决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根据当时的宪法“法律应当由议会投票通过”
，只有“政府为实现其施政纲领可以要求议会授权自己在一定期限内以法令的方式采取通常属于法律范围的措施”
。换言之，在当时的宪法框架内只有一种授权立法的可能，即议会授权（中央）政府立法，而2002年接受合宪性审查的这部法律却规定“当科西嘉议会为行使本地方职权认为实施现行或正在草拟中的法律规定会遇到归因于当地特殊情况的困难时，为了使议会日后通过更为适当的法律条文，可以请求政府提请议会准许其进行可能减损现行法律效力的试验性立法”。为了消除进一步地方分权可能遇到的宪法障碍，更为了进一步发扬地方民主、增强地方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性，法国于2003年3月28日围绕地方分权问题对宪法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尽管此次修宪规模空前（涉及15个宪法条文，其中6条为新增条文），但却仅是1982年“地方分权法”确立的行政分权模式在宪法层面上的延续。今后，法国的地方团体由市镇、省、大区、地位特殊的地方团体和宪法第74条规定的海外地方团体组成。这些地方团体有权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作出能够最佳实现其权能的决定。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地方团体由民选机关自主管理，享有为实现其权能所需的规范制定权。除涉及实现某一公共自由或某一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基本条件时外，地方团体可以根据组织法的规定依实际情况针对特定事项在一定时限内试验性变通用以调整其职权的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之规定。此次“地方分权的宪法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在接受地方管理的多样性和非同步性的同时要求公民基本权利、自由保障的平等性。另外，此次修宪遵循了1982年确立的分权机制，即中央一方面尊重和保障地方自主管理权，另一方面并不放弃对地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司法监督的权力
。

面对众多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若干海外领土寻求独立的要求，法国从1998年起多次修改或酝酿修改宪法。根据1998年5月15日的签署的《努美阿协议》，法国于1998年7月20日修改宪法，增设了“新喀里多尼（Nouvelle Calédonie）过渡性条款”一章（包括第76条和第77条）。这些新规定不仅改变了新喀里多尼地区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在宪法第77条第一款第2项中明确赋予宪法委员会审查有关该地区的国家组织法和该地区议会制定的地方法律（lois de pays）合宪性的职权
。1999年，为了赋予法属波利尼西亚（Polynésie française）新的宪法地位并进一步完善有关新喀里多尼的宪法规定，法国再次启动修宪程序。在议会两院形成统一的修宪文本后，总统却决定推迟召集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以表决通过修宪议案。

3、规范合宪性审查途径的拓宽和宪法委员会地位的提升

1958年后，由于重新架构了国家政体并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法国政坛比较容易形成稳定的政治多数。这就意味着议会制政体下的政府总能在议会获得稳定的多数支持。不仅如此，在政党纪律的配合下，政府实际上领导着议会的多数。这样，不仅议会制定的法律成为代表议会多数派的政府实现其政纲的工具，宪法确立的法律合宪性审查机制也形同虚设。1958－1974年间，由于总统、政府、国民议会均由右派政党掌控，法定的四个违宪审查提请机构中只有参议院还能发出些许“不同的声音”
。
面对新的政治现实，为了防止议会多数过度压制议会少数，更为了防止议会多数依靠政治上的强势通过践踏人权的法律，1974年10月29日，在德斯坦总统的极力推动下法国修改宪法，允许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院议员联名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从此，法律合宪性审查不再是“一门瞄准议会的大炮”，而是在野党、甚至是执政党内部的少数派系
对由政府起草、议会多数通过的法律表示异议的法律手段。

实践表明，修宪1974年的宪法修改大大改变了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法律合宪性的频率和目的。截至2000年年底，宪法委员会共受理382份法律合宪性审查申请
，其中近94%由议员提起。议员频繁使用宪法赋予的法律合宪法审查提请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宪法委员会调整和干预法国社会生活地机会。不仅如此，由于议员所提请审查的法律多涉及公共自由领域，宪法委员会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的作用也就日益被凸现
。因此，法国有学者认为“1974年的宪法修改是法国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最重要的宪改措施之一”
。

作为1974年宪法修改的延续，1992年6月25日，法国再次修改宪法，将国际规范的合宪性审查主体同样扩展到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员。由于法国宪法要求可能与宪法规定相违背的国家承诺必须在宪法修改后方可被批准，所以宪法委员会对国际条约、协定的合宪性审查往往是修宪程序的前奏（参见下文）。允许少数议员质疑法国签署的国际条约的合宪性在一定程度上更进一步加大了宪法委员会在修宪事务上的发言机会。

4、在司法领域的改革

由于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司法权在法国第五共和政治架构中仍是三权中最弱的一权。但是，最近十年来，为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法国却多次修改或试图修改宪法。

1958年宪法设立了“特别高等法院（la haute cour de justice）”，专门负责追究总统和政府成员在任期间的刑事责任。但是，由于原宪法第68条第二款要求部长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以议会两院同意对原政府成员提起追诉为前提（而这一点很难实现），部长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就形同虚设。1992年，在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医生被相继判刑，而对此事件同样负有责任的政府成员却因享受“追诉程序上的特权”而逍遥法外。民众的不满和司法不平等的事实促使法国于1993年修改宪法，专门设立了追究政府成员在任期间刑事责任的“共和国法院（la Cour de justice de la République）”。根据新的宪法规定，任何因政府成员任期期间的违法失职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个人都可以向一个完全由法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提起诉愿；该委员会经调查后决定是否将案件移交最高法院总检察长以便正式启动司法追究程序。有学者对1993年宪法修改没有结束政府成员刑事责任“审判机构特权”表示遗憾。在他们看来，目前专门为前政府成员设置的由3名最高法院法官和12名议员组成的“共和国法院”仍是一个特权机构，而在追究政府成员刑事责任时应当一视同仁，即政府成员应当同普通公民一样在重罪或轻罪法院受审
。

同年，法国还改革了作为司法独立保障机构的“最高司法会议”的人员组成。目前，该机构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负责与审判官（magistrats du siège）相关的事务，另一部分负责与检察官（magistrats du parquet）相关的事务。根据主管事项的不同，上述两部分人员分别由总统、司法部部长、5名审判官（或检察官），1名检察官（或司法官），1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3名既不属于议会也不属于司法体系的人员组成。负责审判官事务的内部组织不仅有权建议任命最高法院审判官、上诉法院院长和大审法院院长，而且以审判官惩戒委员会的身份裁决审判官违纪案件。对于专管检察官事务的另一内部组织而言，其影响力则相对有限。在检察权任命和惩戒问题上，该组织仅有权提出咨询性意见。由于1993年7月27日宪法改革在检察官独立问题上止步不前，所以法国1998年再次启动修宪程序。虽然议会两院就最高司法会议的人员组成和职权问题已通过一致的修宪文本，但由于总统认为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该修宪文本的时机尚未成熟，故该项宪改方案仍处于悬而未决之中。

为了避免司法权过分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法国宪法明确了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即议员“不会因当选期间的职务言论或表决所为而受到起诉、追查、逮捕、拘禁或审判”。1995年以前，是否解除犯罪嫌疑议员司法豁免权的决定由全体议员投票决定（议会闭会期间则由议院秘书处决定）。1995年宪法修改后，无论是在议会开会还是闭会期间，对相关议员的起诉或逮捕只需其所在的议院秘书处同意即可。这样，就避免了议院公开辩论、表决对司法调查独立性的影响。

除了上面提到的事关法国政体、地方分权、违宪审查及司法改革的重要宪修措施外，法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进行了一些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宪法改革。例如，为了平衡行政权在国家生活中的优势地位，1993年议会会期由原来的一年两次（分别为期三个月）改回到1958年以前的单一会期（为期9个月）；1995年在议会议事日程确定权方面也朝着有利于议会的方向改进。另外，针对社会保险问题，1996年2月修宪时增设了“社会保险金法”这一新的法律类型，扩大了议会在社会保险问题上的决定权。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男女在参政权方面的真正平等，法国在1999年修改宪法第3条和第4条，明确规定“法律促进男女平等参与选举”、“政党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实施这一宪法原则”。最后，在学界、政界一致要求扩大宪法第11条公民复决程序使用范围的压力下，1995年进行的宪法修改允许此后将有关经济、社会政策改革的事项及相关的公共服务事业事项的法律草案直接提交公民投票通过。至此，法国在实现国民主权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区域或国际合作与主权让渡

进入九十年代后，法国的修宪频率明显加快，平均一年一次。这主要是因为宪法第54条规定“国际条约或协定若经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任何一院议长或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院议员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而被宣告与宪法相抵触时，在宪法未修改前不得予以批准或认可”。随着国际、区际合作的日益加强，一些传统的主权事项逐步让渡给国际组织或区域性组织统一行使。下面，我们就从欧洲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两方面逐一加以考察。

1、欧洲区域合作的推进与宪法修改

1992年和1998年法国两度为批准《欧洲联盟条约》而被迫修宪，原因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成员国先后缔结条约同意在一些触及国家主权的事项上向欧洲共同体让渡权力。在宪法委员会先后于1992年4月9日和1997年12月21日裁决认为有必要先行修宪后，法国于1992年6月25日和1999年1月25日两次采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形式修改宪法。1992年为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法国在宪法中增设了第15章“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包含第88-1、88-2、88-3和88-4四个条文。根据这些条文的规定，法国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的建设，这些国家自由决定共同行使某些权能；根据互惠原则，按照1992年2月7日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确定的模式，法国同意移转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所必要的权能。在部分让渡国家财政、货币主权的同时，法国开始允许居住在法国的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国民参与市镇选举，但不得担任市长、副市长职务。此后，按照1997年10月2日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的模式，法国开始同意移转确定人员自由流动共同规则所必要的权能。另外，2003年3月25日，法国再次修改宪法第88-2条，以保证欧洲共同体有关欧洲通缉令的规定在法国得到执行。

主权事项向欧洲共同体机构逐步移转势必削弱甚至剥夺主权国家议会在相关事项上的决定权。为削减和降低某些主权事项由共同体机构统一决定可能给法国国内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修宪时，在国内议员的一致要求下，法国在宪法中确立了议会两院对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法律文件的事前知悉权。宪法第88-4条规定“包含法国国内立法事项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法律文件的草案或建议案一经送达欧盟理事会，政府就应当将其提交给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而后者“可以根据各自的议事规则对上述欧洲法律文件的草案或建议案形成决议案”。这样，法国议会就不会因某些主权事项改由共同体机构统一行使而被彻底剥夺发言权，在一定程度内，他们仍可起到捍卫法国利益、监督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机构的活动的作用。

2、国际合作与宪法修改

长期以来，法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签署、批准了许多国际条约和协定。但因相关条约内容与宪法规定相抵触而必须先行修宪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委员会越来越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开展宪法第54条赋予的国际承诺合宪性审查。

1993年8月13日，宪法委员会裁决认为即将公布的“外国人入境、在法居留法”中的某些条文与1946年宪法序言确立的“外国人在法享有政治避难权”的宪法原则相抵触。然而，受争议的条文恰恰是法国批准的1985年《申根协定》和1990年《都柏林协定》在法国直接适用的结果，而宪法委员会在当初审查旨在批准加入这些《公约》的法律的合宪性时并未指明其包含与宪法相抵触的条文。

面对宪法委员会作出的法律部分不合宪的裁决，总统有两种选择：要么倡议先行修宪，要么只颁布法律中合宪的部分。1993年11月25日，法国修改宪法，新增了宪法第53-1条。根据该条之规定，法国可以在避难、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等领域与欧洲其他国家签署协议以便确定各国在核准避难申请事务上的权限，但法国保留在根据相关协议法国机构无权受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国机构仍为因寻求自由而受到迫害或因其它事由向法国申请避难的外国人提供保护的权力。

同样，既然宪法委员会裁决认为法国于1998年7月18签署的有关设立“国家刑事法院”的《罗马条约》中对已经赦免或超过追诉实效的犯罪行为依然享有管辖权的规定和允许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在本国领土上开展调查的规定将“损害行使国家主权的基本条件”，欲批准该《条约》，法国就必须先行修宪。为此，1999年7月8日宪法新增第53-2条，规定“法国可以根据1998年7月18日签署的条约规定的条件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五年间共修改宪法17次，即平均每两年半就进行一次修宪。虽然目前法国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规则之间不应形成过大的差距，宪法也要与时俱进，但频繁的修改使得1958年宪法逐步丧失了其神圣性
，这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正如菲利普·阿尔党（Philippe Ardant）教授所言，“宪法制度需要稳定，游戏规则不应当时常变动。只有当这些规则变得危险、不合理或者效率低下时才有必要加以修改，而法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附录1：“法国第五共和国成功进行的宪法修改一览表”

	次序
	时  间
	内  容
	修改对象
	程序依据

	1
	1960年6月4日
	法兰西共同体（或国家联合体）
	修改宪法第85、86两条（已于1995年删除）
	宪法第85条（已于1995年删除）

	2
	1962年11月6日
	总统选举办法
	宪法第6、7两条
	宪法第11条

	3
	1963年12月30日
	议会会期及期限
	宪法第28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4
	1974年10月29日
	法律合宪性审查提请主体范围的扩大
	宪法第61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5
	1976年6月18日
	总统选举期间候选人死亡或出现其它阻碍事由的应对机制
	宪法第7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6
	1992年6月25日
	为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先行修宪。在宪法层面上明晰法国与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在若干主权事项上的关系
	新增宪法第14章“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包含第88-1至第88-4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7
	1993年7月27日
	改革最高司法会议；设立追究部长刑事责任的“共和国法院”
	修改宪法65条宪法；新增了宪法第10章“共和国法院”（包含第68-1及68-2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8
	1993年11月25日
	为批准有关避难权的国际条约而先行修宪
	新增第53-1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9
	1995年8月4日
	扩大了公民复决事项的范围；建立了议会单一会期制度；修改了议员豁免制度；废止了过渡性或已经失效的条款
	修改第11、26、28、48、49、51条；取消宪法第13章和第17章
	宪法第89条第3款

	10
	1996年2月22日
	扩大议会立法权，增设“社会保障资金法律”类别
	修改第34、39条；新增第47-1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1
	1998年7月20日
	新喀里多尼亚过渡时期规定
	恢复设立宪法第13章，题为“新喀里多尼亚过渡条款”（含第76、77两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2
	1999年1月25日
	为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而先行修宪
	修改宪法第88-2、88-4两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3
	1999年7月8日（第99-568号宪法性法律）
	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新增宪法第53-2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4
	1999年7月8日（第99-569号宪法性法律）
	男女平等
	修改宪法第3条、第4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5
	2000年10月2日
	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
	宪法第7条
	宪法第89条第2款

	16
	2003年3月25日
	欧洲通缉令
	宪法第88-2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17
	2003年3月28日
	加强地方分权，扩大地方自主权
	新增宪法第37-1、72-1、72-2、72-3、72-4、74-1条，修改宪法第1、7、13、34、39、60、72、73、74、条
	宪法第89条第3款


附录2：“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失败或未进行到底的宪法修改一览表”

	次序
	时  间
	内  容
	修改对象
	程序依据
	结  果

	1
	1969年
	改组参议院
	宪法第7、20、24、25、34、35、36、39、40、42、45-49、59、67、68、70-72、89条
	宪法第11条
	被1969年4月27日的公民投票否定

	2
	1973年
	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
	宪法第6条
	宪法第89条第三款
	议会两院形成统一文本后，总统明确表示放弃召集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修宪程序因此终止

	3
	1974年
	议员替补制度改革
	宪法第25条
	同上
	议会两院形成统一文本后，总统因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获得五分之三多数通过的希望渺茫决定不将其列入联席会议议程

	4
	1984年
	扩大公民复决事项
	宪法第11条
	同上
	议会两院难以形成修宪统一文本

	5
	1990年
	建立法律合宪性附带审查机制
	宪法第61-63条
	同上
	同上

	6
	1998年
	最高司法会议人员和职权改革
	宪法第65条
	同上
	议会两院形成统一修宪文本后，总统决定推迟召开议会两院联席会议

	7
	1999年
	赋予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新的宪法地位并进一步完善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宪法规定
	宪法第77条，恢复设立第78条
	同上
	同上


注：以上两个表格为本文作者根据相关史实自行设计、绘制。

Ⅱ、2003年俄罗斯联邦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

刘向文*
2003年，俄罗斯联邦宪政与行政法治领域共发生四件大事。它们分别是：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通过十周年纪念活动；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法，以规范第四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选举；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以规范第四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选举；俄罗斯联邦的行政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一、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通过十周年纪念

（一）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简介

1、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制定

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制定，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苏联解体前阶段和苏联解体后阶段。在苏联解体前阶段，拟定公布了一部宪法草案；在苏联解体后阶段，拟定公布三部宪法草案，并最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60年6月12日，第一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宣言首次提出了根据其宣布的原则，起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宪法的任务。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为首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1990年10月12日，宪法委员会以简单多数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作为全民讨论的基础，并于10月30日首次在《列宁格勒晚报》上公布。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内容，一是改变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二是宣布建立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共和国。叶利钦原计划在1990年12月举行非例行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但由于俄共认为叶利钦新宪法草案的实质是要进行“宪法政变”，坚决加以反对，叶利钦才放弃了这一计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系列失误，诱发了苏联国内长期潜在的种种矛盾，并使其进一步激化，陷苏联于全面危机之中。为了避免苏联国家性质改变，联邦解体，苏共中央部分掌握国家兵权的领导人宣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实行“紧急状态”。但是，苏军已经实现了“非政治化”，失去军队支持等众多原因导致1991年“8.19事件”失败，导致苏共彻底垮台和苏联解体
。苏联剧变、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制定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的任务，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委员会和以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都投入了制宪工作。但是，在制宪过程中，他们在新宪法应确认何种政权组织形式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以总统为首的一方主张扩大总统权力，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共和国；而议长为首的一方反对实行总统制，主张实行“高效率议会和高效率总统”体制。1992年4月18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确认“高效率议会和高效率总统”体制的第二部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但是，草案受到总统一方的坚决反对。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以议长为首的一方坚决反对，认为召开制宪会议违宪。后来，双方达成妥协。1993年7月12日，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草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围绕着肯定或者否定上述宪法草案，总统和议长两方又展开尖锐斗争，导致国家政局混乱和1993年“十月事件”的发生。

“十月事件”中，叶利钦总统用武力消除了反对派。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捕入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不复存在。从此结束了苏联剧变后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叶利钦总统抓住大好时机，于1993年11月10日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
。该宪法自1993年12月25日公布之日生效。12月12日被规定为俄罗斯联邦的“宪法日”。

2、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特点

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除简短的序言外，共由两编组成。第一编为正文，有9章137条；第二编为《最后规定和过渡性规定》。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有下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确认苏联剧变、俄罗斯联邦独立的事实，二是规定宪政制度原则，指明把俄罗斯联邦改造为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前进方向，三是确认法国式的总统制，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以保证国家的平稳过渡

（二）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通过十周年纪念活动

2003年12月12日，是俄罗斯联邦第十个宪法日。为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教育公民切实遵守、执行和捍卫现行宪法，俄罗斯联邦在宪法日前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法学家们还就部分人对现行宪法的批评、宪法修改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1、“革命结束”

2003年10月3日是俄罗斯联邦1993年“十月事件”结束的纪念日。当天，俄罗斯的国家机关报《俄罗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革命结束》的大字标题和1993年“十月事件” 中警民对峙的大幅照片。在它们之下发表的政治评论家列奥尼特•拉德济霍夫斯基的政论文章指出，以1991年8月事件为开端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993年“十月事件”胜利告终。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俄罗斯联邦的新宪法。

2、“宪法是合身的衣服”

2003年10月3日，《俄罗斯报》在《革命结束》的大字标题和1993年“十月事件” 中警民对峙的大幅照片之下，还刊登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马拉特•巴格拉伊的答记者问，题目为《宪法是合法的衣服》
。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宪法实质。巴格拉伊指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是“斗争的产物，妥协的结果。这里总有一些内容不合一些人的胃口”。“制定适合所有人的宪法是不可能的”。（2）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评价。巴格拉伊指出，“在制宪会议上，讨论是在民主氛围中进行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会议上进行了交锋”。“我国有一部好宪法”，“宪法草案顺利地通过了国际鉴定，而且被承认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在制宪过程中，总统为首的一方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首的一方“两种宪法草案的碰撞，体现了对改革的两种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改革应当依据强有力的总统权力来进行，其他人则谈的是议会制民主。但是，在主要方面，在必须建立强调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家这一方面，二者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在这方面，最高苏维埃的草案没有被否决，新宪法考虑到了这一点”。（3）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落后于现实生活的批评。巴格拉伊质问，“谁说我们的宪法没有发展？法律是干什么的？成立宪法法院的目的是什么？在我国，宪法法律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十年来，我们通过了大量法律，来调整国家权力组织和公民地位。宪法法院通过解释宪法，使议会的活动、总统的权限、个人自由的内容等等更加明确。我认为，我们的宪法不仅没有遏制社会的发展，相反，它现在还是“合身的衣服”。（4）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有漏洞的批评问题。巴格拉伊说，“作为宪法法院法官，我可以说，我国宪法建立的思想宝库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例如，其许多条款之间蕴藏的相互关系，术语语义的不确定性，许多权利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得以叙述清楚。这不是我国宪法的瑕疵，而是人类预见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5）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修改问题。巴格拉伊回答道：“修改我国宪法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实际上等于通过一个新宪法。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程序上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召开制宪会议，举行全民公决。至于规定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那几编，它们的修改程序要简单多了。但是，关于修改的必要性，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宪法是自由数学”

2003年12月9日，《俄罗斯报》第一版刊登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院长瓦列里•佐尔金题为《宪法是自由数学》的答记者问
。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评价问题。佐尔金指出：“我国有一部好宪法。它规定了人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原则、分权原则、联邦制原则、主权原则。同时，它也有缺点。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宪法，只有上帝才能完美无缺”。“作为法学家，作为职业工作者，我能给你们指出一些缺点。例如，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之间的某些权限划分的不够明确，或者各权力分支之间的平衡成为向执行权的某种倾斜。但是，在目前，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过渡时期，这一体制是由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决定的。因为执行权就其性质来说，是最积极的……缺点是有的，但它们妨碍通过好的法律，妨碍按照基本法生活了吗
？我不反对批评，因为批评有利于头脑清晰和澄清。但是，难道能这样擦画上的土吗？擦完之后，土也没有了，画也没有了”。“我想，对宪法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宪法的执行问题相关联的。而在这里，就像在每个职业的事务中一样，应当有使基本法条文有声化的主体。公民们也不应当成为逆来顺受的牲畜。著名论断“在斗争中你将获得自己的权利”，也完全适用于宪法。应当为宪法而斗争，应当捍卫它，因为对我们来说，宪法是最大的警卫”。“证据之一，就是大批公民（每年1.4万公民左右）向宪法法院提出控告，以捍卫自己的宪法权利”。（2）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修改问题。佐尔金指出：“我国的现行宪法是悲剧的产物，是革命的产物。当然，在我们的基本法中确立了修改宪法甚至重新审议宪法的法律机制。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我可以请你们相信，现在没有必要对宪法作任何修改。尤其是有阐释基本法，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对基本法做出解释的宪法法院。如果我们的宪法与现实生活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出现，那么正像我说的那样，宪法文本本身就规定了修改宪法可能性。当然，修改宪法的程序非常复杂”。“俄罗斯宪法属于那种有意识地为干扰宪法文本设置障碍机制的宪法。这样做决不是偶然的，这样做是为了宪法的稳定。美国人为每个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应当指出，他们在二百年里一次也没有改变政权结构的框架。可是不能说美国的实际宪法现在还和华盛顿执政时期相同，美国宪法已经变化了、诠释了、解释了。我们也应当学会尊重自己的宪法”。（3）关于很多人建议修改俄罗斯宪法，将联邦委员会代表的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改变检察机关职能的问题。佐尔金说，“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不仅由宪法调整，而且由法律调整。如果说检察机关，那么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仲裁诉讼法典都触及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变化。联邦委员会的选举和检察机关一样，它涉及整个联邦会议的权限、两院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不会说，现在怎么做更好一些。但是，作为宪法法院法官，我可以说，我国宪法中已确立了相当多的机制，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说，注意到检察机关在基本法中位于《司法权》一章将不是多余的。所以，把检察机关称为特别权力的人错了。检察机关不管拥有何种特殊权力，也不是第四权或第五权。正如我理解的那样，你们所提问题的潜台词是：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拥有侦查权？检察机关是否保留一般监督职能？我想，应当从我国宪法中确立的原则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保障对侦查的监督”。“当然，在联邦国家中，各联邦主体在联邦议会两院之一院中拥有自己的代表。我国宪法规定了拥有这种代表的程序，尽管拥有这种代表的程序可以是各种各样。如果对宪法的理解出现了不明确性，那么可以请求宪法法院加以解释”。

4、“美国模式不适合于俄罗斯”

法国著名法学家米舍利•列萨日曾经以顾问身份参加拟定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草案。2003年12月11日，在宪法日前夕，《俄罗斯报》刊登了米舍利•列萨日的答记者问，题目是《美国模式不适合于俄罗斯》。其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作用问题。列萨日指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在1993年，在总统和最高苏维埃对峙时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为宪法保证了权力在那一时期及以后的合法性”。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优点之一，是它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政局的变化。众所周知，在法国，宪法不仅保证国家在总统拥有议会多数时发挥作用，也保障国家在相反情况下发挥作用。这也是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固有属性。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不仅在叶利钦总统不受国家杜马支持的时候起作用，而且在普京总统可以依靠议会下院的情况下起作用。这就是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提供了一种相当灵活的机制”。（2）关于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照抄法国宪法的问题。列萨日指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和法国宪法“确实有相当多相似的地方，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两国的体制同美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别，美国模式在俄罗斯的土壤上是不会成活的。这个差别是，俄罗斯和法国一样既有总统也有总理，而美国仅有总统。按照我的观点，在俄法模式下，总理职位能缓解可能发生的冲突。在你们国家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即政府首脑相当频繁地更换，其中包括为了选择总统接班人。上述状况，即总理在总统和议会的关系中起“安全装置”作用时，能保证政权机关具有必要的灵活性。

二、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一) 俄国家杜马选举法的历史发展

从1993年10月到2003年12月前的10年时间里，俄罗斯联邦已选举产生了三届国家杜马。为了奠定每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法律基础，不断完善转型期的国家杜马选举制度，俄罗斯联邦先后通过了一部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和二部国家杜马选举法。它们分别是：为了选举产生第一届俄国家杜马，于1993年10月8日颁布的《1993年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
；为了选举产生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于1995年6月9日通过的第一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为了选举产生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于1999年6月2日通过的第二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俄国家杜马选举条例或选举法所确认选举制度的发展变化。

1、1993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

1993年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规定了首届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原则和具体选举程序
。例如，俄国家杜马代表共450名。其中，225名代表在俄罗斯全国划分的225个单名制选区中，由选民按照相对多数代表制原则直接选举产生。其余225名代表在全联邦选区中，由选民按照政党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原则直接选举产生。
（1）首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单名制选区选举

在选举俄国家杜马代表的225个单名制选区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以上选民签名支持单的选民群体。在全联邦选区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选举联合组织，也可以在每个单名制选区提出1名代表候选人。每个代表候选人都可以拥有10名选举代理人。在投票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高于本选区选民总数的25%，选举有效；获得最多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当选。但是，在“反对所有代表候选人”的选票数超过获得最多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票数时，该选区选举无效。

首届俄国家杜马225个单名制选区里，当选代表共219人。其中，137人为各级执行权力机关领导人及有影响的大企业、机构领导人。其余82个议席由28个政党或选举联合组织获得。例如，“俄罗斯选择”运动获得18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6席，俄罗斯农业党12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民主俄罗斯”运动各6席，“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4席，“俄罗斯妇女”政治运动2席等
。

（2）首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全联邦选区选举

在首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全联邦选区里，代表候选人提名权属于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合组织可以是经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的全联邦性政党、政治运动，也可以是在选举期间由上述政党、政治运动建立的选举联盟。应当指出，为了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必须征集到10万名以上选民的签名支持单。而且，在一个联邦主体内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数，不得超过所征集签名总数的15%。在选举首届俄国家杜马代表时，经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的全联邦性政党、政治运动、工会等社会组织共147个
。其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俄罗斯民主党等5党单独地提出本党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俄罗斯选择”政治运动、“俄罗斯妇女”政治运动、“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等3个政治运动单独地提出本运动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 “亚博卢联盟”等5个竞选联盟也单独地提出了本联盟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上述13个选举联合组织和选举联盟提出13个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共1757个代表候选人，来追逐225个俄国家杜马代表席位。选举结果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59席，“俄罗斯选择”政治运动40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2席，俄罗斯农业党21席，“俄罗斯妇女”政治运动21席，“亚博卢联盟”20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18席，俄罗斯民主党14席
。

总之，首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结果表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明显胜利。其主要原因，一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推行的“休克疗法”导致多数选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不满，二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尚未从丧失执政地位的阴影中走出，三是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自由民主党提出的“复兴俄罗斯”口号符合广大选民的心愿，给多数选民带来新的希望。

2、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叶利钦总统主持制定的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该宪法把1993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规定的选举制度基本原则提到了宪法高度。为了将上述宪法原则具体化，俄罗斯联邦于1995年6月通过了第一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该法仍然规定，俄国家杜马450名代表的选举采用混合选举制，即由单名制选区和全联邦选区各选举产生225名代表。

（1）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单名制选区选举

按照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规定，在俄罗斯全境划分的225个单名制选区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不仅属于该选区内按工作地点、服务地点、学习地点或居住地点联合起来的选民群体以及选举联合组织和选举联盟
，而且也属于每个年满21周岁、拥有积极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以上选民签名支持单的选民或选民群体，可以在选区选举委员会登记自己的代表候选人。在单名制选区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以上选民签名支持单的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也可以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其代表候选人。但是，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在每个选区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不得多于1名。在投票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高于本选区选民总数的25%，选票上罗列2名以上候选人时，选举有效；获得最多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当选。1995年12月17日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前，225个单名制选区共登记2678名代表候选人。经过激烈的竞选斗争，单名制选区产生的225名国家杜马代表中，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公职人员和对当地有影响的大企业、大机构领导人占1/2以上，其余近1/2代表席位由各政党、政治运动分享。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58个席位，俄罗斯农业党20个席位，选举联合组织“亚博卢联盟” 14个席位，“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运动10个席位，选举联盟“政权属于人民”和政治运动“俄罗斯公众大会”各7个席位
。

（2）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全联邦选区选举

按照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规定，在全联邦选区里，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权仍然属于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但是，与1993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相比，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有下述2点主要区别：(1)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其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必须提交20万名以上选民的签名支持单。而且，在每个联邦主体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超过法律所要求签名支持单总数的7%。每个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上的候选人数，不得超过270人。1995年12月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时，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的300多个全俄性政党、政治运动和他社会联合组织中，仅有43个政党、政治运动和其他选举联合组织按照上述规定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了自己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取得了角逐全联邦选区225个国家杜马代表席位的资格
。(2)参加全联邦选区竞选的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只有获得俄罗斯联邦参加投票选民总数5%以上的选票，才有资格进入国家杜马。具有上述资格的选举联合组织和选举联盟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分享225个国家杜马代表席位。1995年12月17日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结果表明，参加竞选的43个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中，只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全俄社会政治运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社会联合组织“苹果”获得了参加投票选民总数5%以上的选票。具体地说，它们分别获得22.30%、11.18%、10.13%、6.89%的选票。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它们在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225个代表席位中，分别获得99、50、45、31个代表席位
。

 总之，在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为俄国家杜马内的第一大党，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首的左派营垒控制的席位数超过半数。其主要原因，一是俄经济连年滑坡，多数选民对苏联时期的生活有怀旧感，二是俄共有丰富的组织经验，三是“复兴俄罗斯”不再是俄自由民主党一个党的专利，而成为各党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

3、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1999年6月2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第二部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该法仍然规定，国家杜马450名代表的选举采用混合选举制，即由单名制选区和全联邦选区各选举产生225名代表。

（1）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单名制选区选举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仍然规定，在225个单名制选区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单名制选区内拥有积极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属于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但它将代表候选人提名权主体之一（公民）的年龄资格从21岁降到18岁，从而扩大了公民拥有提名权的范围。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还首次规定，单名制选区内年满21岁、拥有积极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有自荐权。在单名制选区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以上选民签名支持单（在提前选举情况下为0.5%）的选民，可以在选区选举委员会登记自己的代表候选人。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以上选民签名支持单（在提前选举情况下为0.5%）的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也可以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其代表候选人。但是，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在每个选区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不得多于1人。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还首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犯罪分子渗入国家权力机关。例如，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统一设计的，用于征集选民签名的选民签名支持单上，有前科的代表候选人，具有双重国籍的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的社会联合组织属性必须注明。又如，限制代表候选人的选举经费。每个自然人自愿捐赠的金额不得超过最低劳动报酬额的100倍，每个法人自愿捐赠的金额不得超过最低劳动报酬额的2000倍。每个代表候选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的耗资金额不得超过最低劳动报酬的1万倍，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的耗资金额不得超过最低劳动报酬地的25万倍。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还首次规定，单名制选区代表候选人在选举委员会登记为正式候选人，不仅需要征集到该选区选民总数1%的选民签名支持单，而且还要在选举日85日前向选区选举委员会缴纳相当于最低劳动报酬额1000倍的选举保证金。选举联合组织则要在选举日55日前，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缴纳相当于最低劳动报酬额2.5万倍的选举保证金
。如果在单名制选区选举中，代表候选人获得本选区参加投票选民总数5%的选票，选举保证金在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后的第5天退还；否则，选举保证金在选举日后的60日内上交国库。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保留了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下述规定：在投票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高于本选区选民总数的25%，选票上罗列2名以上候选人的，选举有效；获得最多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当选。据《俄罗斯报》报道，1999年12月17日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前，225个单名制选区共登记2318名代表候选人
。在选举日后第30日召开的第三届俄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上，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总结指出，在此次单名制选区选举中，13个代表候选人竞选1个俄国家杜马代表席位
。2000年1月6日，《俄罗斯报》公布了225个 单名制选区当选代表名单。

（2）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全联邦选区选举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保留了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下述规定：在全联邦选区里，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提出权，属于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其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时，必须提交20万以上选民的签名支持单。每个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上的候选人数，不得超过270人。与1995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不同的是，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做出下述规定：在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的20万选民签名支持单中，在每个联邦主体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超过1.4万个。此外，每个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必须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缴纳相当于最低劳动报酬额2.5万倍的选举保证金。如果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提交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获得参加全联邦选区投票选民总数3%的选票，选举保证金在选举结果正式公布之日后的第5天退还，否则在投票之日后的60日内上交国库。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只有获得参加全联邦选区选民投票总数5%以上的选票，才有资格进入俄国家杜马分配席位。

1999年12月19日举行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前，拥有全联邦选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权的选举联合组织共有139个
。但是，按照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规定，最终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只有28个。它们提出4788名代表候选人，去追逐225个俄国家杜马代表席位
。1999年12月19日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结果表明，参加竞选的28个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中，只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团结”联盟、全俄政治性社会运动“祖国—全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日里诺夫斯基联盟”、政治性社会联合组织“苹果”获得了参加投票选民总数5%以上的选票。具体地说，它们分别获得24.29%、23.32%、13.33%、8.52%、5.98%、5.93%的选票
。

总之，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结果表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是俄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但它和“团结”党所获席位相差不多。俄共为首的左派营垒在俄国家杜马中已不再拥有多数席位。在此种形势下，“团结”党得以和俄共达成一揽子协议，瓜分了第三届俄国家杜马的所有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但后来，“团结”党和“祖国－全俄罗斯”党联合为“统一的俄罗斯”党，占据国家杜马半数以上席位后，重新审议一揽子协议。俄共丢掉了9个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中的7个。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任期快结束时，国家杜马内的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团结”党拥有7个，“祖国－全俄罗斯”党5个，“人民代表”议员团5个，“右翼力量联盟”3个，“俄罗斯各地区”议员团2个，独立议员2个，俄共1个，俄自由民主党1个，俄民主党“苹果”1个。当时，俄共的议会党团是俄国家杜马中唯一的一个反对党议会党团
。

（二）俄国家杜马代表现行选举法的主要内容

2002年12月20日，普京签署联邦法律第175号令，批准了第三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该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俄国家杜马选举的基本原则

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第一章《总则》规定了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基本原则。它们是：

（1）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选举日年满18周岁的俄公民有权在全联邦选区选举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日年满18周岁，并居住在相应选区范围内的俄公民，有权在单名制选区选举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日年满18周岁的俄罗斯联邦公民，都有权参与提名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参与编制选民名册，参加竞选宣传，参与监督选举、监督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确定选举结果的工作）等。但是，被法院宣布为无行为能力的人和依照法院判决被监禁在剥夺自由场所里的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

（2）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分离原则

选举日年满18周岁的俄公民有权选举俄国家杜马代表。但是，选举日年满21周岁的俄公民，可以当选为俄国家杜马代表。被法院宣布为无行为能力的人或依照法院判决被监禁在剥夺自由场所里的俄公民，不享有被选举权。此外，被法院做出关于在一定时间内剥夺担任国家公职权判决的公民，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期间也不享有被选举权。

（3）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境内的每个选民只能在一个地方拥有一个投票权，二是准备和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在俄境外定居和逗留的俄公民同其他俄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

（4）直接选举原则

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不论是在全国划分的225个单名制选区里，还是在统一的全联邦选区里，都实行直接选举，即俄国家杜马代表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5）差额选举原则

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原则。在俄国家杜马单名制选区进行选举时，选票上有两个以上的代表候选人，选举有效。在全联邦选区选举时，选票上有三个以上选举联合组织或选举联盟时，选举有效。前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实践也表明，俄罗斯实行差额选举。

（6）无记名投票原则

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原则。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第74条将无记名投票原则加以具体化，对投票站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例如，投票站大厅中应当设有无记名投票室或其他专门投票的无记名投票场所，并配备有照明用灯和书写工具。在投票站中，选票发放处、无记名投票场所、投票箱都应当放置于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成员、观察员的视野之下。

（7）选举委员会保障选民获得真实信息原则

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应当在投票站内，或者在投票站外设立信息栏，刊登本选区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名单、全联邦选区代表候选人名单、列入选票的各政党和选举联盟的介绍资料。介绍资料中，应当如实指出代表候选人的犯罪前科情况。

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还规定了下述基本原则: 选民自由和自愿参加选举原则，准备和举行选举的公开原则，候选人建立个人竞选基金原则，禁止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和外国法人参加竞选运动原则。

2、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程序

按照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程序包括下述七个阶段：

（1）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确定

俄现行宪法规定，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由俄总统确定。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把上述宪法原则加以具体化，规定了四种情况下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确定。第一，俄国家杜马代表的正常选举由俄总统确定。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由俄总统在选举日前110日至90日之间做出。选举日应当是上届俄国家杜马任期届满前的第二个星期日
。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得自做出决定之日起的5日内在大众新闻媒体上正式公布。第二，如果俄总统没有按照上述规定确定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那么选举由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上届俄国家杜马任期届满后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日举行。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7日内正式公布。第三，俄国家杜马在俄现行宪法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俄现行宪法规定的程序解散时，俄总统同时确定新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选举日应当是俄国家杜马解散之日起3个月期满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关于提前选举的决定，得自通过之日起的5日内在大众新闻媒体上正式公布。第四，如果俄总统在解散国家杜马的同时没有确定提前选举，那么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得自俄国家杜马解散之日起3个月期满后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日举行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提前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7日内在大众新闻媒体上正式公布。在上述第三、第四两种情况下，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规定的各种选举行为的期限缩短四分之一。如果在上述四种情况下确定的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日是非工作日的法定节日，或是法定节日的前一日，或是法定节日后的第一日，以及是按照法定程序被宣布为工作日的星期日，则推迟到下一个星期日举行选举。

（2）划分选区和成立选举委员会

俄国家杜马代表共450名。其中，225名代表由单名制选区选举产生，其余225名代表由全联邦选区选举产生。

为了举行单名制选区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根据各联邦主体执行机关提供的选民数量，把俄罗斯全境划分为225个单名制选区
。划分选区的具体程序是：第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本届国家杜马任期届满前190日内拟定出单名制选区示意图。该示意图内应当指出每个单名制选区的名称和编号、每个单名制选区所包含行政区域单位的明细表、每个选区选举委员会或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的所在地、每个单名制选区的选民数量等。第二，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按法定程序将上述单名制选区示意图提交国家杜马审议。第三，单名制选区示意图由联邦法律批准，至迟在本届国家杜马任期届满前120日公布。

在俄境外居住的选民，在俄境内成立的选区登记。在俄境外居住的选民资料，由俄外交部提供给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个单名制选区里登记的上述选民数，不得超过在该选区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十。

各政党、选举联盟提出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由选民按照全联邦选区选举产生。全联邦选区包括俄全部领土。按照上述规定在单名制选区登记的选民，也是在全联邦选区登记的选民。

为了准备和举行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俄罗斯联邦成立各级选举委员会：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选区选举委员会、地区（区、市等）选举委员会、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其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为每届任期4年的常设性机构，其他各级选区委员会则需临时组织。例如，选区选举委员会，由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至迟在选举日前80日组成。有表决权的组成人员8－14人。

（3） 选民登记

选民名册由地区选举委员会根据地方组织长官、部队指挥员以及其中有临时逗留选民的机构领导人按照法定形式提供的资料，至迟在选举日前26日内编制
。在交通不便或边远地区组建的选举分区选民名册，由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按照上述程序，至迟在选举日前25日编制。

拥有积极选举权的所有俄公民，都应当被列入选民名册。将某一公民列入某选举分区选民名册的根据，是该公民的居住地和逗留地位于该选举分区境内。

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至迟在选举日前20日公布选民名册，以便选民了解和澄清。选民若对选民名册有意见，有权向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后者应当在24小时以内，而在选举日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时起2小时内，在投票结束前，查证申诉，纠正错误，或者以书面形式给予驳回，并讲清理由。对于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向上级选举委员会或选举分区所在地法院提出申诉。后者必须在3日期限内审议申诉，而在选举日前3日内或在选举日必须立即审议申诉。

（4） 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登记

第一，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提出主体有二种：一是每个拥有消极选举权的俄公民都可以自荐为单名制选区的代表候选人，二是各政党、选举联盟可以提出自己的代表候选人。

单名制选区候选人的自荐，在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公布后进行。自荐的时间不得早于单名制选区示意图的公布日，不得晚于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公布后的30日。自荐的公民得向相应的单名制选区选举委员会寄达关于自荐的书面通报。同时，自荐公民还应当提供下述资料：代表候选人关于当选代表时终止与代表身份不相符合活动的声明
，关于候选人收入额和收入来源、财产的资料。

各政党、选举联盟有权在一个单名制选区提出一名代表候选人。关于在单名制选区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决议，由各政党在其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在政党章程、选举联盟成立协议规定的情况下，上述决议也可以由政党的常设领导机关、选举联盟的被授权机关通过。各政党、选举联盟提出单名制选区代表候选人的时间，是在确定选举的决定正式公布之后的30日内，但最早不得早于单名制选区示意图正式公布之日。

各政党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决议，在本政党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选举联盟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程序是：加入该选举联盟的各政党、其他社会联合组织首先提出列入该选举联盟全联盟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人选，然后在上述政党、其他社会联合组织代表出席的该选举联盟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本选举联盟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决议。各政党、选举联盟可以在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正式公布后提出自己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各政党、选举联盟提出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可以包含不是本政党、本选举联盟成员的代表候选人。

各政党、选举联盟提出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就单名制选区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各政党、选举联盟的全权代表至迟在关于确定选举的决定正式公布后30日提交给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和相应的选区选举委员会。同时，它们还应当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或相应选区选举委员会提交下述文件：关于代表候选人同意在当选国家杜马代表时终止与代表身份不相符合活动的声明。该声明应当指出代表候选人的简况，包括代表候选人的政党属性，是否有犯罪前科，是否具备双重国籍等内容；关于代表候选人选举前一年收入额和收入来源以及财产情况的资料。

第二，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登记

在单名制选区自荐的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在全联邦选区和单名制选区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各政党、选举联盟，要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或相应选区选举委员会将自己的候选人登记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必须具备下述两项条件：首先，在单名制选区自荐的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在单名制选区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各政党、选举联盟，必须征集到相应选区登记选民总数百分之一的选民签名支持单。在全联邦选区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各政党、选举联盟，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到20万名以上选民的签名支持单。而且，在一个联邦主体内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多于1.4万个。其次，在单名制选区自荐的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在全联邦选区和单名制选区提出代表候选人的各政党、选举联盟必须在俄储蓄银行的相应分行缴纳数额为其选举基金最高限额百分之十五的选举保证金
。

按照上述规定，有22个政党、选举联盟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获得正式登记。它们按照编号顺序是：“团结”联盟、“右翼力量联盟”、“俄罗斯退休金领取者党和社会正义党”、俄罗斯民主党“苹果”、“为神圣的罗斯而奋斗”联盟、“联合的俄罗斯党”罗斯、“新方针—汽车的俄罗斯、”“俄罗斯人民民主党”、俄罗斯生态党“绿党”、“俄罗斯农业党”、“真诚的俄罗斯爱国者”、“俄罗斯联邦人民党”、“俄罗斯民主党”、“伟大的俄罗斯—欧洲联盟”、“大象党”、“祖国”（人民爱国联盟）、“和平与团结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复兴党—俄罗斯生命党”、政党“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宪政民主党”、“企业家活动的发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

（5）竞选

在竞选期间，已登记的代表候选人，各政党、选举联盟主要做四项工作：第一，组织竞选班子。在单名制选区提出的每个代表候选人可以拥有20名选举代理人。他们从事有助于代表候选人当选的竞选宣传活动，征集竞选资金的活动和其他活动。第二，拟定并宣布竞选纲领。竞选纲领必须包含主张奉行的国内外政策基本方针，以供选民选择。第三，建立个人竞选基金。在单名制选区登记的代表候选人的竞选基金，由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资金（不得超过其竞选基金法定最高限额的百分之五十）、提名其为代表候选人的政党、选举联盟划拨的资金（不得超过该代表候选人竞选基金法定最高限额的百分之五十）、公民个人或法人自愿捐献的资金（分别不得超过该代表候选人竞选基金最高法定限额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五十）三部分组成。每个代表候选人竞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600万卢布。各政党、选举联盟的竞选基金由政党、选举联盟自己的资金（不得超过其竞选基金法定最高限额的百分之五十）、俄公民和法人自愿捐献的资金（分别不得超过其竞选基金法定最高限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七和百分之三点五）两部分组成。各政党、选举联盟竞选基金的法定最高限额为25000万卢布。外国、外国法人和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外资份额占百分之三十以上或国家份额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俄罗斯法人，选举日前一年内成立的企业，十八岁以下的俄公民，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国家和地方的组织与机构、部队、宗教团体等不得向代表候选人、政党和选举联盟提供竞选基金。第四，实施竞选战略。代表候选人以及各政党、选举联盟通过会见选民、电视广播讲演和辩论、张贴散发传单标语等各种形式拉取选票。

（6） 投票

地区（区、市等）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应当在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日前20日，在大众新闻媒体上，将投票的时间的地点通知选民。选举日早8点至20点为选民投票时间。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和单名制选区的选票样式不同，以便于选民辨认。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和单名制选区的选举同时进行，都实行差额选举。全联邦选区选举的选票上有三个以上政党或选举联盟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且参加全联邦选区投票的选民占全国已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时，全联邦选区的选举有效。2003年12月7日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选举时，参加投票选民为60712299人，占已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五，选票上有23个政党或选举联盟的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有效
。单名制选区的选票上有二个以上代表候选人，且选区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时，选举有效。2003年12月7日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单名制选区选举时，225个选区中有222个选区符合上述要求，选举有效。剩余的3个单名制选区，在2004年3月14日第四届俄总统选举时进行复选
。

（7）确定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结果

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的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获得全联邦选区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以上选票的政党、选举联盟，才可以进入国家杜马，按照其获得选票的多少比例瓜分全联邦选区的225个议席。2003年12月7日进行第四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的选举时，在参加选举的23个政党、选举联盟中，只有3个政党1个选举联盟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选票。它们是：全俄性政党“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祖国”联盟
。它们在全联邦选区的225个议席中，分别获得120席（统一的俄罗斯）、40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6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29席（“祖国”联盟）。

俄国家杜马代表单名制选区的选举，实行相对多数代表制。一个代表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若多于该选区其他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哪怕只多一票，也被视为当选。2003年12月7日进行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单名制选区的选举时，222个代表候选人当选为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

第四届俄国家杜马450名代表中，目前已有447名代表当选。据《俄罗斯报》2003年12月30日报道，在447名当选的俄国家杜马代表中，300名为“统一的俄罗斯”党党员
，52名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36名为“祖国”联盟成员，36名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员。目前，上述3党1联盟的议会党团已经组成。“统一的俄罗斯” 党议会党团领导人为原俄内务部长鲍里斯•格雷兹洛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议会党团领导人为俄共主席肯纳吉•久加诺夫， “祖国”联盟议会党团领导人为谢尔盖•格拉济耶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人为伊戈尔•列别杰夫。在2003年12月29日进行的第四届俄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上，“统一的俄罗斯”党议会党团领导人鲍里斯•格雷兹洛夫以353票赞成当选为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主席。在2004年1月16日举行的第四届俄国家杜马第二次会议上，“统一的俄罗斯”党占据了俄国家杜马31个常设委员会主席职位中的29个
。

总之，以“统一的俄罗斯”党为代表的俄总统支持者在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在评价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时指出，以往的俄国家杜马有“两翼”，现在的国家杜马只剩“一翼”了。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之所以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普京总统上任后，俄经济连年增长，国家局势基本稳定，联邦面临分裂的严峻形势已不复存在。广大选民内心对俄罗斯的复兴充满希望。

（三）俄国家杜马现行选举法的特点

与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相比，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确认的选举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

1、 强化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和责任

2001年7月11日，普京总统签署联邦法律第95号令，批准了俄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法》。该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多党制由初步确立趋向成熟。例如，2002年12月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前，俄罗斯全境的政党、政治性社会联合组织和群众性政治运动已由原来的上千个锐减为数十个。

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是在上述形势下制定的。它强化了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和责任。其主要表现是：（1）.对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的提出程序做出重大修改。例如，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规定，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有权在全联邦选区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它们也有权在每个单名制选区提出1名代表候选人
。当时，这样的全俄性选举联合组织就有近200个。而按照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规定，只有政党或者政党、其他社会联合组织结成的选举联盟才有权提出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单名制选区的代表候选人。这加大了政党的责任和作用。而按照2001年政党法改组或成立的政党才有数十个。除此之外，每个拥有消极选举权的俄公民，也可以自荐为单名制选区代表候选人。（2）在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选举中所获得选票数超过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选票、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可以直接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其总统候选人，无需再征集200万张选民签名支持单。而所获得选票数低于百分之五的政党、选举联盟，只有征集到200万张选民签名支持单，才能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其总统候选人登记为正式总统候选人。（3）在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3％以上选票的政党，或者在225个单名制选区中有12人当选俄国家杜马代表的政党，均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支持。例如，“统一的俄罗斯”党获得22779279张选票，每张选票能从国家获得财政拨款0.005个月最低劳动报酬额（法定月最低劳动报酬额为450卢布），那么它这次可以获得5125万卢布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
。

2、对准备和举行选举的程序做出更详细、具体的规定

与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相比，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准备和举行选举的程序做出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例如，它详细地规定了各级选举委员会准备和举行选举的程序、组织选区和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的程序和条件、各政党和选举联盟参加选举的权利和程序、全联邦代表候选人名单和代表候选人的提出的登记程序、征集选民签名支持单的程序。除此之外，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还用众多条款详细地规定了在大众新闻媒体上进行宣传的条件 ，规定了投票和确定选举结果的详细规则。

3、俄国家杜马代表现行选举制度仍属转型期制度

当代的俄罗斯联邦属于转型期国家。由于处于转型期，需要根据国情借鉴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所以俄罗斯联邦不断修改补充其选举法。其中包括全俄一级的俄总统选举法、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和俄公民选举权利基本保障法。以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为例。从1993年10月到2002年12月底的10年时间里，俄罗斯联邦先后通过了一部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和三部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这就是为了选举产生第一届俄国家杜马，于1993年10月8日颁布的《1993年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
；为了选举产生第二届俄国家杜马代表，于1995年6月9日通过了第一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为了选举产生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于1999年6月2日通过了第二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
；为了选举产生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于2002年12月25日颁布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由此可见，不断修改补充选举法以不断完善自己的选举制度，是转型期国家的特点。要求转型期国家的选举法和其他法律像西方发达国家法律那样一次定型，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害的。

三、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

（一）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的历史发展

从1991年4月到2003年12月前的12年时间里，俄罗斯联邦已选举产生了三届总统。为了奠定每届总统选举的法律基础，不断完善总统选举制度，俄罗斯联邦先后通过了三部总统选举法。它们分别是：为了选举产生第一届俄总统，于1991年4月24日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法》；为了选举产生第二届俄总统，于1995年4月21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
；为了提前选举产生第三届俄总统，于1999年12月1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
。

1、1991年俄总统选举法

1990年3月14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
。该宪法修改补充法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其中包括总统选举制。例如，它规定，凡年龄在35岁以上，65岁以下的苏联公民都可以当选为苏联总统。苏联总统由苏联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全苏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总统选举被视为有效。总统候选人不仅在全苏联范围内，而且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内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选票，方被视为当选苏联总统。鉴于苏联当时政局动荡，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自己选举产生第一届苏联总统。1990年3月15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总统。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是苏联组成中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按照惯例，一年以后它仿效联盟国家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总统制，其中包括总统选举制。例如，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联邦就是否设立总统职位问题举行了全俄公决。1991年4月24日，俄罗斯联邦在全俄公决同意设立俄总统职位的基础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法》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法》。稍后，1991年5月24日，第四次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78年俄宪法的修改补充法。经过五次修改补充的1978年俄宪法，用专条确认了分权原则，并用专章确认了俄总统制
。上述宪法和总统选举法规定，年满35岁以上，65岁以下的拥有选举权的俄公民，可以当选为俄总统。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已按照法定程序在俄司法部登记的全俄一级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当时苏联尚未解体，全苏一级政党、社会组织的俄罗斯分部也有权提名总统候选人。企业、组织、机构的劳动集体，中专和高校的集体，按居住地区召开的公民大会和按部队召开的军人大会，也可以按照法定程序提名总统候选人。但是，推荐总统候选人的上述单位必须为自己推荐的候选人征集到10万个选民签名支持单，才能在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其登记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俄总统由俄选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连选得连任，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二届以上。总统选举实行差额选举。选票上有2名以上的总统候选人，而且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总统选举有效。任何总统候选人若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选票，则被视为当选。

1991年6月12日，按照上述规定，举行了俄总统的直接选举。当时，在选票上有6名总统候选人。他们是：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苏联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克麦罗沃州苏维埃主席图列耶夫，伏尔加河军区司令马卡绍夫，苏联安全会议成员巴卡京。叶利钦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以百分之五十七点三的选票获胜，当选为第一届俄总统
。

2、1995年俄总统选举法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叶利钦总统主持制定的俄现行宪法。该宪法是俄罗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它不仅指明了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方向，而且根据国情部分改变了总统年龄资格。例如，它只规定总统年龄资格的下限（35岁），不再规定总统年龄资格的上限（65岁），从而为1996年将年满65岁的叶利钦连任总统铺平了道路。

1996年俄总统选举前，俄罗斯联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两大特点。一是俄国内左右两大派营垒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俄共为首的左派营垒要推翻俄现行宪法确认的“罪恶制度”，叶利钦为首的右派营垒则发誓捍卫自己的“宪政制度”。在两派力量势均力敌，总统选举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叶利钦嫡系中的部分人希望叶利钦推迟总统选举。二是在1995年和1996年部分中亚国家相继取消了法定的总统选举，改为进行“你是否同意现行总统连任”的全民公决。这些国家的首任总统轻而易举地实现连任。在上述形势下，叶利钦总统坚持贯彻执行其领导制定的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宪法原则。1995年4月21日通过的第二部俄总统选举法，将总统选举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了。

与第一部俄总统选举法相比，1995年总统选举法的主要内容如下：（1） 部分改变总统的当选资格，以有利于叶利钦当选。它规定，凡年满35岁，在俄定居10年以上的俄公民，可以当选为俄总统。（2）增加了公民自由和自愿参加总统选举原则、总统候选人建立个人竞选基金原则、准备和进行选举的公开原则。（3） 部分改变总统候选人的提出和登记程序。1995年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或者100名选民组成的倡议小组有权提名俄总统候选人。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上述单位或选民必须为总统候选人征集到100万名选民的签名支持单。而且，在每个联邦主体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超过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总数的百分之七，才能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其登记为正式总统候选人。(4)首次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基金的最高限额。在1995年6月举行第一轮总统选举期间，11名总统候选人中只有叶利钦总统一人筹足了竞选基金，数额达143.66亿卢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才筹集了32.74亿卢布，不足叶利钦的零头。而俄共的另一名总统候选人图列耶夫，因为没有筹集到竞选基金而被迫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他说，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给每个总统候选人的1.5亿卢布，只够竞选期间买点心吃。(5)规定复选程序。1995年总统选举法规定，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为俄总统。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未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的选票，则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进行复选。在复选时，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选为俄总统。但是，他获得的选票数，必须多于反对所有候选人的选票数。

1996年6月举行第二届俄总统选举时，经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登记的总统候选人有十一名。他们是：俄总统叶利钦，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以及列别德、亚夫林斯基、布伦察洛夫、弗拉索夫、戈尔巴乔夫、费奥多罗夫、沙库姆、图列耶夫。其中，克麦罗沃州立法会议主席图列耶夫在总统选举日前退出总统竞选。在1996年6月16日举行的第一轮俄总统选举中，十名总统候选人都未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选票
。7月3日，俄罗斯对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两名候选人进行复选投票。叶利钦以百分之五十三点七的选票，当选为第二届俄总统
。

3、 1999年俄总统选举法

按照俄现行宪法的规定，总统每届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以上。叶利钦总统已连任两届，不能在2000年参加第三届俄总统选举，右派营垒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总统选举中与久加诺夫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决心取得第三届俄总统选举的胜利，叶利钦为首的右派营垒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第三届俄总统选举将决定俄罗斯命运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俄罗斯左右派营垒进行了两次大的较量。第一次是叶利钦能否参加第三届俄总统选举的大争论。叶利钦为首的右派营垒认为，叶利钦是在1991年6月当选苏联组成中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当时，俄总统不是独立国家的国家元首，仅是苏联一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他竞选独立俄罗斯的总统是在1996年6月。所以，叶利钦还可以竞选第三届俄总统。左派营垒则认为，叶利钦是在1991年6月当选苏联联邦主体的总统的。但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已成为独立国家的国家元首。从1992年到1996年6月，他已担任独立俄罗斯的总统四年半时间，因此无权再参加第三届俄总统的选举。此次大争论的结局，是叶利钦明确表态：不准备参加第三届俄总统竞选。第二次较量是总统弹劾和反弹劾之争。叶利钦不仅公开表示不参加第三届俄总统选举，而且公开表示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让某人当选，不让俄罗斯走回头路。例如，他一方面多次会见新闻媒体负责人，指导新闻媒体在竞选中一致行动，以影响选民立场；另一方面，他组织成立总统直属反政治极端主义委员会，指示政府起草反恐怖活动法，将左右两大营垒的斗争严格限制在非暴力、合法斗争的范围内。同时，他亲自出面组织整合右派营垒的力量，三次行使宪法职权，决定政府辞职，以挑选可以在第三届俄总统选举中与久加诺夫抗衡的接班人。叶利钦的上述行动日益见效，从而成为左派获得第三次俄总统选举胜利的最大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选举障碍，也是希望以国家杜马通过弹劾指控俄总统决议的形式，给叶利钦为首的右派当头一棒，乘胜开始全国范围的总统竞选斗争，俄共为首的左派营垒坚持于1999年5月在俄国家杜马内审议弹劾指控总统的决议。但是，5月15日俄国家杜马的表决结果表明
，俄现行宪法包含的反对议会多数专政机制是左派营垒不可逾越的障碍。总统弹劾战的进程和表决结果，使俄共等左派的地位大大削弱。

1999年8月，为了确保右派营垒在第三届俄总统选举中获胜，不使俄罗斯走回头路，叶利钦再一次行使总统的宪法职权，决定斯捷帕申政府辞职，提名普京为新政府主席人选。普京没有辜负叶利钦的厚望，在上任后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在对车臣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中获得大胜，威望大增。还是为了确保右派营垒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叶利钦不仅公开号召人们支持普京，而且计划突然辞职，利用宪法规定把普京推上代总统的宝座，创造鹤立鸡群的优势。正是在上述形势下，1999年12月1日，俄通过了第三个《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
。该总统选举法的最大特点是，它设定了按法定时间举行总统选举和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两种情况。例如，在俄总统提前辞职的情况下，联邦委员会得自总统辞职之日起14日内，确定总统的提前选举。选举日应当是总统提前离职之日起3个月期满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这种情况下，总统选举法规定的各种选举行为的期限都缩短四分之一。1999年12月31日中午，叶利钦宣布辞去俄总统职位。按照上述选举法的规定，联邦委员会于2000年1月5日举行非例行会议，通过关于总统提前选举在2000年3月26日举行的决议
。

1999年俄总统选举法仍然规定，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或者100名选民组成的倡议小组有权提名俄总统候选人。但是，与1995年俄总统选举法相比，1999年俄总统选举法确认的选举制度有了下较大发展：（1）增加总统选举的基本原则。例如，境内外的俄公民权利平等原则，选举委员会保障选民获得真实信息原则，被法院宣布为无行为能力的人或依照法院判决被监禁在剥夺自由场所里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原则，禁止外国公民、外国法人、国际组织、国际社会运动或无国籍人士参加竞选运动原则。（2） 对俄总统候选人的提出和登记程序进行修改补充。例如，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应当在选举日前90至55日期间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下述文件：自己近2年的收入和财产表，自己配偶和子女近2年的收入和财产表。其中包括有价证券、银行储蓄、股票等的数额。此后，开始征集选民签名支持单。提名俄总统候选人的上述单位必须为总统候选人征集到100万个选民签名支持单。而且，在每个联邦主体中征集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超过7万个。在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情况下，需要征集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可以减少二分之一。（3） 每个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代理人增加到600名。他们在全国各地组成竞选办公室，开展有助于候选人当选的竞选宣传活动，征集竞选资金等活动。例如，第三届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担任圣彼得堡市立法会议副主席时，曾任圣彼得堡市俄总统竞选办公室的副主任，积极参加了普京总统的竞选活动。（4） 在总结1996年总统竞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压低俄总统竞选基金的最高限额。例如，每个总统候选人竞选基金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俄罗斯最低劳动报酬额的30万倍；参加复选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基金最高限额不得超过最低劳动报酬额的40万倍。

2000年3月26日举行第三届俄总统选举时，经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的正式总统候选人有十一名。他们是：俄代总统兼政府主席普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政治性社会联合组织“苹果”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克麦罗沃州总督、共产党人图列耶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之一、萨马拉州总督季托夫，前任总检察长、独立参选人斯库拉托夫，以及戈沃鲁钦、扎布拉伊洛夫、帕姆菲洛娃、波德列别兹金
。俄罗斯联邦已登记选民总数为109372046人，2000年3月26日参加投票选民总数为75181071人，占已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七四, 总统选举有效。普京以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二点九四的选票，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俄总统。

（二）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的主要内容

2003年1月10日，普京签署联邦法律第19号总统令，批准了第四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
。该法再一次总结了俄总统选举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并体现了俄多党制趋于完善的进程。该法确认的现行总统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俄总统的当选资格

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第3条第2款规定：“年满35岁，在俄罗斯联邦定居10年以上的俄罗斯联邦公民，可以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按照上述规定，当选俄总统有三种资格限制。它们是：公民资格限制、年龄资格限制、居住资格限制。

2、俄总统选举的基本原则

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第一章《总则》规定了总统选举的基本原则。它们是：

（1）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选举日年满18周岁的俄公民享有选举俄总统、参与提出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运动、参与监督俄总统选举的举行情况、参加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等权利。但是，被法院宣布在为无行为能力的人或依照法院判决被监禁在剥夺自由场所里的人不享有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选举权的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俄境内的每个公民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投票权，二是在准备和举行俄总统选举期间，在俄境外定居或逗留的俄公民同其他俄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

（3）直接选举原则

俄总统由拥有选举权的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当参加投票选民数占已登记选民总数半数以上时，总统选举被视为有效。

（4）差额选举原则

当选票上有2名以上俄总统候选人时，选举才可以举行。俄总统选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无记名投票原则

俄总统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原则。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第66条将无记名投票原则加以具体化，对投票站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除上述之外，俄现行总统选举法还规定了下述基本原则：选民自由和自愿参加总统选举原则，准备和举行总统选举的公开原则，选举委员会保障选民获得真实信息原则，总统候选人建立个人竞选基金原则，总统候选人如实申报财产收入原则。

3、俄总统的选举程序

按照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的规定，俄总统的选举程序包括下述七个阶段：

（1）俄总统选举的确定

俄现行宪法规定，总统的正常选举，或者在提前离职等非常情况下的总统选举，都由联邦委员会确定
。俄总统选举法把上述宪法原则加以具体化，规定了四种情况下总统选举的确定。第一，关于确定正常选举的决议，由联邦委员会在选举日前100至90日以全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选举日应当是上一次总统正常选举日所在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关于确定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在大众新闻媒体上正式公布。第二，如果联邦委员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确定总统选举，那么选举由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上一次总统正常选举日所在月的第三个或第四个星期日举行。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举行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7日内正式公布。第三，在总统提前离职的情况下，联邦委员会得自总统离职之日起14日内，确定总统的提前选举。选举日应当是总统提前离职之日起3个月期满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关于确定总统提前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的5日内在大众新闻媒体上正式公布。第四，如果联邦委员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确定提前选举，那么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得自总统提前离职之日起3个月期满后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中央选举委员关于举行选举的决议得自通过之日起的7日内公布。在上述第三、第四两种情况下，总统选举法规定的各种选举行为的期限缩短四分之一。如果在上述四种情况下确定的总统选举日是非工作日的法定节日，或是法定节日的前一日，或是法定节日后的第一日，以及是按照法定程序宣布为工作日的星期日，则推迟到下一个星期日举行选举。根据上述第一种情况的规定，联邦委员会于2003年12月10日通过第337号决议，确定2004年3月14日为第四届俄总统选举日。

（2）划分选区和成立选举委员会

俄总统的选举，按全联邦选区进行。为了便于组织选举，俄成立各级选举委员会：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俄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区域性选区（区、市等）选举委员会，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其中，中央选举委员会为每届四年的常设性机构，其他各级选举委员会则需要临时组织。

（3）选民登记

区域性选区选举委员会根据地方组织长官或部队指挥员、机构领导人按照法定形式提供的资料，在选举日26日以前编制选民名册。在交通不便或边远地区组建的选举分区的选民名册，由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按照上述程序，在选举日25日以前编制。

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得在选举日20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册，以便选民了解和澄清。选民若对选民名册有意见，有权向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后者应当在24小时以内，查证申诉，纠正错误，或者以书面形式给予驳回，并讲清根据。而在选举日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时起2小时内，在投票结束前，查证申诉，纠正错误，或者以书面形式给予驳回，并讲清根据。对于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向上级选举委员会或选举分区所在地法院提出控告（申诉）。它们必须在 3日期限内审议控告，而在选举日前3日内或在选举日必须立即审议控告（申诉）。

（4）俄总统候选人的提出和登记

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主体有二种: 一是政党、选举联盟，二是每个拥有消极选举权的俄公民。

为了支持自荐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成立由500名以上选民组成的选民小组。关于选民小组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应当通知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或相应的俄联邦主体选举委员会。在确定总统选举的决议正式公布之日起20日内，自荐的总统候选人得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登记选民小组的申请书。与申请书一起提交的，还应当有选民小组在举行支持自荐总统候选人会议时选民小组成员登记笔录的公证书。在居民点没有公证人的情况下，上述笔录可以由被授权实施公证活动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公职人员、地方自治机关公职人员加以证明。每个选民小组只能支持一名自荐的总统候选人。俄现任总统普京自荐为总统候选人。2003年12月23日，由705人组成的选民倡议小组开会支持普京的总统候选人。12月24日，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收到上述有关材料
。

每个政党、选举联盟可以推荐一名总统候选人。该候选人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本政党或加入本选举联盟的各政党、社会联合组织的成员。政党推荐总统候选人的决议，由该政党的代表大会按照《政党法》和本政党章程的规定通过。该决议应当由政党领导人签署，并加盖政党的公章。选举联盟推荐总统候选人必须经过两个阶段：一是加入该选举联盟的各政党、社会联合组织举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加本选举联盟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代表，二是被选举产生的上述代表在选举联盟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通过推荐总统候选人的决议。该决议应当由出席选举联盟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所有代表签名，并加盖加入选举联盟的各政党、各社会联合组织的公章。在确定总统选举决议正式公布后的25日内，各政党、各选举联盟的全权代表得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本政党、本选举联盟代表大会推荐总统候选人的决议及有关文件。与此同时，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应当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下述文件：自己和配偶在总统选举年前4年的收入额和收入来源表，财产表。财产表包括下述四种表：不动产表（地块、住宅楼、住宅、别墅、车库、其他不动产），运输工具表（轿车、载重汽车、其他运输工具），银行存款表（存款银行名称、地址，货币种类和数额，开户时间），有价证券表等。此后开始征集选民签名支持单。提名俄总统候选人的政党、选举联盟，必须为总统候选人征集到二百万名选民的签名支持单。其中，在每个联邦主体征集到的选民签名支持单数不得超过5万。而在2003年12月第四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的选举中，获得选票超过总选票数百分之五以上的政党、选举联盟，不需要再去征集选民签名支持单
，可以直接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自荐的总统候选人，要想登记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必须为自己征集到上述数目的选民签名支持单。

2003年12月底前，表示愿意竞选俄总统的候选人共有10人。但按照法定程序，获得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的正式总统候选人只有7人。他们分别是：俄现任总统普京，“祖国”联盟议会党团领导人格拉济耶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托诺夫，联邦委员会现任主席米罗诺夫，第一届俄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马雷什金，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之一、自荐总统候选人伊琳娜•哈卡玛达。其中，雷布金已于2004年3月宣布退出总统竞选。鉴于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伊琳娜•哈卡玛达称正和其他几个候选人协商集体退出总统选举
。但是，现任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是普京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不会退出总统竞选。在选票上只要有2名以上总统候选人时，总统选举有效。

（5）竞选

2003年12月10日开始第四届俄总统的竞选。总统候选人在此阶段主要作四项工作：第一，组织竞选班子。每个总统候选人可以拥有600名代理人。他们从事有助于候选人当选的竞选宣传活动，征集竞选资金的活动和其他活动。普京总统的竞选班子负责人为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第二，拟订、宣布竞选纲领。竞选纲领必须包含总统候选人主张奉行的国内外政策基本方针，以供选民选择。第三，建立个人竞选基金。该竞选基金由总统候选人个人资金，提出总统候选人的政党、选举联盟划拨的资金，公民个人和法人自愿捐献的资金三部分组成。总统候选人的个人资金不得超过个人选举基金总额的百分之十（复选时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政党、选举联盟划拨的资金不得超过个人选举基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其余部分为公民个人和法人自愿捐献的资金。每个公民和每个法人自愿捐献的资金分别不得超过个人选举基金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和百分之七。一个总统候选人选举基金的最高限额为25000万卢布（复选时的最高限额为30000万卢布）。外国、外国法人、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外资份额占百分之三十以上或国家份额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俄罗斯法人、俄罗斯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国家和地方的组织与机构、部队、未满18周岁的自然人等不得向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第四，实施竞选战略。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班子通过会见选民、电视广播讲演和辩论、张贴散发传单标语等各种形式拉取选票。

（6）投票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的正式总统候选人为两名以上时，总统选举才可以举行。一半以上选民参加投票，选举有效。

（7）总结总统选举结果

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当选为俄总统。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任何一名候选人都未获得参加投票选民半数以上的选票，则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进行复选。在复选时，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当选俄总统。但是，他获得的选票数，必须多于反对所有候选人的选票数。

(三)俄现行总统选举法的主要特点

与1999年总统选举法相比，2002年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确认的选举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主要特点如下：

1、 强化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和责任

2002年俄总统选举法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出和登记程序做出了重大修改。在此以前，所有政党、社会政治运动和政治性社会联合组织都拥有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
。在俄罗斯联邦一级，这样的政党和社会政治运动有近200个。如果再加上89个联邦主体一级的政党、社会政治运动，就有上千个。它们只要为其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征集到100万个选民签名支持单，就可以将其登记为正式总统候选人。而2002年俄总统选举法规定，只有符合2001年政党法规定的政党才拥有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
。它还规定，在2003年12月第三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选举中所获得选票数超过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以上选票、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可以免除为其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征集二百万张选民签名支持单的义务。例如，在第四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选举中，“统一的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祖国”联盟获得的选票超过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五
。上述三个政党和一个选举联盟有权按照自己所得选票比例，分配全联邦选区的225个议席。他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征集二百万张选民签名支持单。而第四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俄民主党“苹果” 等获得的选票低于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它们要把自己提出的总统候选人登记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就必须在短时间内为其征集到二百万张选民签名支持单。由于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中，“统一的俄罗斯”党在450个国家杜马席位中获得300个席位，获得显著胜利，所以该党支持的普京总统在第四届俄总统选举中占据绝对优势。

2002年俄总统选举法首次规定，允许拥有消极选举权的俄公民自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的自荐提名必须得到500名选民的集会支持。此后，他还要为自己征集到二百万个选民签名支持单，才能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为正式候选人。正因为这样，自荐公民获得正式登记的可能性很小
。早在2003年1月，俄罗斯联邦的政论家就预测指出，2002年总统选举法的上述规定，导致第四届俄总统选举时的正式总统候选人为四至五个
。目前看来，第四届俄总统选举中的正式总统候选人数与此预测基本吻合，达到六至七个。

2、显著提高选举基金的最高限额

《俄罗斯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形式宣布，以1991年“8.19事件”为开端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胜利结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今天，随着国有资产非国有化、私有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俄国内两大阶级也逐渐形成。2002年俄总统选举法大大提高总统候选人选举基金的最高限额，实际上是显著提高了资本在总统选举中的砝码
。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尼古拉•哈里托诺夫竞选基金很少，其竞选活动陷入困境。

3、从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直接转入总统的竞选活动

2002年俄总统选举法通过后，人们马上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推算出选举日和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例如，第四届俄总统的选举日，是上一次总统选举所在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即2004年3月14日。总统选举的竞选运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持续五个月，而是在90—100日的范围内。这样一来，第四届俄国家杜马选举的终点，就是第四届俄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的起点。如果推算一下时间，那就是2003年12月10日。从一个竞选活动转入另一个竞选活动，这就是此次俄总统选举的特点。

4、采取措施消除在选举结果问题上可能发生的争议

按照2002年总统选举法的规定，第四届俄总统选举的结果，将根据各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的笔录（证明文件）确定
。具体程序如下：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把投票结果写入笔录后，在计算选票现场的各政党观察员马上用自己的签名证明笔录副本无误
。此后，由选举分区选举委员会主席马上送交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区、市选举委员会）。后者将投票结果笔录输入国家选举自动化系统，直接送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昼夜的时间内，国家选举自动化系统将上述所有资料列入国际互联网站。在各选举分区设有观察员的政党，将有来自各选举分区的、被证明无误的投票结果笔录副本。它们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计算选票的同时，可以自己进行选票统计。这样，就能有效地消除在总统选举结果问题上可能发生的争议。

四、俄罗斯联邦的行政改革已拉开序幕

（一）总统咨文规定了行政改革的任务
2003年5月15日，普京在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2003年度总统咨文
。该总统咨文强调了进行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并规定了行政改革的内容。
1、 进行行政改革的原因
普京在总统咨文中，首先勾画了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他说，“在不远的将来，要让俄罗斯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上先进的和有影响的国家中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具体地说，（1）“俄罗斯应当是并将是具有发达市民社会和稳定民主的国家。俄罗斯将充分保障人权，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俄罗斯应当是并将是具备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国家，财产权得到可靠保障的国家，经济方面的自由允许人们诚实工作、挣钱的国家。挣钱没有担心，而且不受限制”。（3）“俄罗斯将是一个具备强大的、现代化的、装备优良的快速反应武装力量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时刻准备保卫俄罗斯及其盟友，时刻准备保卫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军队”。
但是，俄罗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普京在总统咨文中指出，“对我国来说，最严重的危险是人口下降、经济虚弱和国家机关效率低下”。关于国家机关效率低下的表现，普京总统指出三点:（1）官僚们只想着以权谋私。普京指出，“俄罗斯的官僚们根本没有拟定和实现国家现实生活所急需决议的思想准备。相反，他们很会运用自己的职权捞取所谓的‘行政年金’”。(2) 国家机关拥有过多的权限，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普京指出，“我国的官僚们知道，今天他们还拥有众多的权限。但是，他们手中的大量权限仍然与权力机关的性质不相符合”。（3）国家机关人浮于事，现代管理人才奇缺。例如，总统咨文指出，“尽管我们有大批官员，但是干部严重短缺。在各级权力机关，各种权力分支体系里，干部都严重短缺。我们缺少现代管理人才，缺少高效的人。上述背景决定了我们要进行对我们国家生命攸关的行政改革”。
2、行政改革的阻力很大
为了做好行政改革的准备，为行政改革奠定信息和资料基础，俄政府成立了以时任政府办公厅主任伊戈尔·舒瓦洛夫为首的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普京在总统咨文中指出，该委员会工作的第一步，是“摸清各部和主管部门的职能。大约有5千种。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主管部门都说，其职能不需要削减，而需要增加。其中包括吞并其相关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因为这样，“行政改革被大大拖延了”。“现在，看来需要给予政府以帮助，给予其政治上的推动力”。政论家瓦列里·维茹托维奇在评论总统咨文时指出，在联邦会议发表的总统咨文中，没有对准备和实施行政改革的工作使用“怠工”一词。但总统对这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非常不满意。他说，“行政改革的工作被大大拖延了”
。
3、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点：（1）压缩国家职能。普京在总统咨文中指出：“我认为，不应当说服官僚们减小自己的胃口，而应当命令他们限制自己的胃口。应当彻底压缩国家职能”。“压缩国家职能，应当在政府委员会正要结束的摸清职能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压缩国家职能，应当与作出关于各级权力机关的权限划分、保障各级权力机关财政独立的决议结合起来进行”。（2）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和司法机构。普京在总统咨文中指出，“同时，应当通过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和司法机构，来建立真正有效地解决公民和国家之间纠纷的机制”。

（二）总统签署行政改革令以推动行政改革进程

2003年7月，普京签署关于采取行政改革措施的命令。该总统令规定了2003－2004年期间应当首先采取的行政改革措施。1、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机关对经营活动主体所实施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包括终止过多的国家调整，发展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2、在政治领域，完成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划分权限的手续，使联邦权力机关区域性机关的工作活跃起来。3、对联邦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取消各种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重叠职能和权限，从组织上划分经济活动的调整职能、监督职能和检查职能、国家财产的管理职能，由国家机构向公民、法人提供服务的职能。
俄政治评论家叶莲娜·拉什基娜和季娜·戈尔什科娃联合撰文指出，行政改革是卡西亚诺夫政府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行政改革之所以是最困难的任务，不仅因为经济发展和贸易部摸清其下属机构多余职能的工作拖延了太多的时间，并最后声称没有任何多余职能，而且因为现在没有谁来从事行政改革工作了。原来的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伊戈尔·舒瓦洛夫已调任总统办公厅。他在任期间起草的行政改革建议，未能得到联邦政府主席卡西亚诺夫的支持。就是最简单的改革，如把已被削弱的运输部合并到交通部、把国家渔业委员会合并到自然资源部或经济发展部，卡西亚诺夫政府都不同意进行。正因为上述原因，普京履行了总统咨文中许下的关于给予政府以行政改革推动力的诺言，并要求在新的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中包括总统办公厅工作人员。卡西亚诺夫政府非常背动，只有按照总统令的规定，通过决议任命政府副主席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阿列申为新的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
（三）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困境

俄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政府副主席鲍里斯·阿列申在答记者问中指出，行政改革政府委员会主要从事三项工作。1、分析国家机关职能，起草有关报告。到目前为止，政府委员会已分析了五千个国家机关职能中的四千多个。其中，大约一千七百多个国家机关职能被视为是多余的，或者是重叠的，或者是被要求压缩规模的。在上述基础上，政府委员会建议撤销目前93个部和主管部门中的一些部和主管部门，精简三分之一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委员会还建议改组国家机关的监督检查职能，即将检查职能移交给经济领域的自我调整组织体系，将监督职能集中在几个监督机关手中（如交通运输领域、自然保护领域、和核能领域等的监督机关）。但是，要将这些监督机关从相应部的机构中分离出来。2、确定行政改革后所有未来部和主管部门的职能范围。3、政府委员会将起草国家机关职能改革的规范性文件，或起草废除国家机关职能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目前，政府委员会已起草了400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一大半是需经俄国家杜马通过的法律。

俄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政府副主席鲍里斯·阿列申还谈到，他领导的政府委员会工作目前已陷入困境。俄政府拟于2004年4月1日前通过关于取消政府机关一切多余、重叠职能和压缩部分职能的决议。国家管理改革的任务，将落在总统即将批准的新机构肩上。

2004年2月24日，普京在总统选举前一个月决定卡西亚诺夫政府辞职。该举动非同寻常，因为总统当选后会组建新政府，新政府主席按照宪法规定拥有政府机构的改革建议权，总统按照宪法规定拥有政府机构改革建议的批准权。普京总统将俄政府改组的时间从2004年4月提前到3月14日总统选举前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是普京总统对自己的连任坚信不毅，不愿意让卡西亚诺夫政府再将行政改革拖延下去。他希望通过更换政府加速行政改革的进程，尽早实现总统咨文中提出的战略目标。
Ⅲ、韩国宪法与行政法的最新发展

郑二根(
一、韩国宪法的回顾与宪法裁判动向
（一）宪法发展的回顾
1948年7月12日韩国宪法通过国会，并于同年7月17日正式公布。建国宪法在统治结构上对于总统和副总统的国会间接选举制以及作为议事机构的国务院制、国务总理制、国会的一元制、宪法委员会、弹劾裁判所、临时预算制度、国政监查制度、国会议员豁免特权、审计院等做了规定，并对保障基本权利中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私营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分配均等权、自然资源的国有化及耕者有田的原则、管制经济等做了规定。本宪法在制定基本权利的保障、政府形态、经济条款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了魏玛宪法的影响。
韩国宪法自制定以来共做了9次修改。1952年做了第一次修改(拨萃修宪)，1954年第二次修改(四舍五入式修宪)、1960年6月第三次修改(议院内阁制修宪)、1960年11月第四次修改(关于不正选举相关者处罚的修宪)、1962年第五次修改(军政总统制修宪)、1969年第六次修改(共和党三选修宪)、1972年第七次修改(维新宪法)、1980年第八次修改(国家保卫处修宪)，而1987年做了第九次修改(总统直选制修宪)。
现行宪法是1987年10月27日通过的。1985年2月以第十二届国会议员总选举为契机，当时的6·29宣言把国民的民主化要求、以及保障国民对总统直选制的政府选择权、扩大基本权利保障等内容纳入其内，这就是进行第九次修改的契机。此次修改内容在其统治结构上包括了总统直选制(任期为5年的单任制)、国政监查制的恢复、废止紧急措施权(但，紧急命令制恢复)、废止国会解散制度、经国会同意任命大法官、宪法裁判所的恢复等；强化基本权利的内容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制度、拘留通知制度、保障刑事被害人的陈述权以及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等内容。还有保护驻外国民的义务化、军队的政治中立制度的建立、宪法序言的修改等。第九次修宪法时，有些人曾视为制定新宪法，但考虑到此次修宪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国民的心愿，可评价为是韩国宪政史上最有意义的修宪。
（二）宪法裁判所的决定动向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韩国宪法自1987年后就没有修改过。关于最近宪法学术动向，考虑到最近宪法条文没有变更，在此只介绍一下最近韩国宪法裁判所做的主要决定。我们可从这些决定中看出韩国宪法理论的实际发展情况。虽然宪法领域里有很多宪法裁判所的决定，但在本文中主要介绍2001年、2002年、2003年的决定中的宪法总纲、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宪法裁判所对国会的决定事例，而其他具体事例通过其他机会进行介绍。
1、关于宪法总纲的决定例
（1）是否从宪法序言的3.1精神中导出基本权(否定)

宪法序言中的3.1精神作为韩国宪法的沿革性、理念性基础，在宪法或法律解释中起到解释标准的作用，但对此可以说以宪法序言中的3.1精神为基础无法直接导出国民的个别基本权利性。因此，宪法序言中的3.1精神不属于作为宪法诉愿对象的“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宪法裁判所 2001.3.21 99宪MA139决定)

（2）认定对条约的违宪法律审判的事例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9条(地位、免除和特权)第3款(司法程序的免除)以及第8款(职员及雇员的免除与特权)、关于专门机构的特权与免除协定中的第4节、第19节(a)是经国会同意签订的，并依据宪法第6条第1款规定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的.由于它们是关于免除加入国审判权的规定，从性质上，它应该立即在国内得到适用，因此，这些规定成为违宪审判的对象。(宪法裁判所 2001.9.27  2000宪BA20决定)

2、关于国民权利和义务的决定例
（3）由于视力不达标准而无法驾驶第1种驾驶证对象的车辆，是否侵犯了幸福追求权中的一般行动自由权(否定)

由于视力不达标无法驾驶第1种驾驶对象车辆，可能会限制幸福追求权中的一般行动自由。一般的行动自由与个人的人格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但根据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能受限制。在此案件中，可以说条文追求的维持秩序和公共福利增进等的公益大于作为一般行动自由的私益，它遵守限制基本权的立法界限的比例原则，因此，本案件有关的条文是不侵犯幸福追求权中的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宪法裁判所 2003.6.26 2002宪MA677决定)

（4）违反平等原则的事例  - 与其他地方选举的候选人不同，禁止基层自治区议会议员候选人标榜政党是否违背了平等原则(肯定)。如果某案件有关的相关法律条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排除政党的影响，以达到人物本位选举，从而确立地方分权及地方的自律性，这可在选举基层自治区议会议员、广域市议会议员、广域市自治团体长以及基础自治区团体长选举上通用。但在基础自治区议会议员选举上没能找到有别于其他地方选举的本质性区别。这样一来，这项条款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与其他地方选举的候选人相比，惟独对基础自治区议会议员候选人采取不利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它违背了平等原则。(宪法裁判所 2003.5.15 2003宪GA 9、10 决定)

（5）对过分的搜身行为确认违宪的事例
原告(女性)作为违反公职选举及选举不正防止法的现行犯，她被逮捕时秘密携带凶器等危险物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第一次被拘留时，通过搜身检查是否携带了危险品以及禁止携带的物品，并证实了她们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物品。在这种情况下，还让原告脱全衣进行搜身……在其手段和方法上不仅超越了必要最低限度范围，而且使原告感到人格上的侮辱。这可视为超越了受忍程度，并已达到了侵害地步。因此，这种行为侵犯了宪法第10条人类的尊严与价值带来的人格权和第12条人身自由。(宪法裁判所 2002.7.18 2000宪MA327决定)

（6）罪刑法定主义和明确性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意味着以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从这种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出来的明确性原则却意味着任何人都能预见哪些行为会受法律的处罚、有哪些处罚，而且明确地构成要件并以此决定自己行为。若处罚规范的构成要件内容很模糊、抽象、不明确，国民就很难掌握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加之，犯罪是否成立取决于法官一人的恣意性解释，这就无法实现依据罪刑法定主义而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法治主义理念。(宪法裁判所 2002.2.28 99宪GA8决定)

（7）遵法誓约制是否侵犯誓约者的良心领域(否定)

本案件中的遵法誓约是，从内容上单纯要求国民在遵守国法秩序和宪法体制上做出保证遵守宪法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让国民保证将来会承担一般义务的行为，并没有要求在某一假设的或实际情况下做出特定的思维或特别的行为。因此，本案件中的遵法誓约不含任何具体或积极性内容，只在单纯意义上证实了遵守宪法义务的确认，所以并未侵犯了誓约者的良心领域。(宪法裁判所 2002.4.25 98宪MA425决定)

（8）国民年金强制征收是否违反宪法(否定)

国民年金制度是指，以保险期间内支付的保险费为给付的计算依据，支付一定给付的制度。其性质是与没有反对给付的国家强制征收金钱的税金不同的。虽然国民年金法第79条对年金保险费的强制征收做了规定，但这一规定是考虑到国民年金制度具有高度公益性的，为此在法律上特别规定了年金保险费的强制征收有关规定，所以不能把国民年金保险费看作是一种租税。此外，虽然国民年金制度具有所得再分配的效果，但这一制度是作为社会保险的根本因素，如何再分配所得是立法政策性问题，而且年金保险费的征收问题是包括在行使财产权的社会性义务界限之内的。所以说，国民年金制度是不违反租税法定主义或财产权保障原则的。(宪法裁判所 2001.2.22 99宪MA365决定)

（9）检察官的滥用公权力有关违宪确认
法院传唤的虽然是控方证人，但他不仅向检察官提供证词，还要保证所提供的证词是符合事实真相；此外，还要保障检察官和被告人接触证人的机会是平等的；只允许检察官和被告人中的任一方独占和证人接触的机会，或者阻碍对方和证人接触是对对方“有权要求公正裁判”的侵犯；向被拘留的证人提供便利时，只允许检察官向证人提供方便的话，证人和检察官之间容易产生不正当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有可能被误用为说服的手段。相反，这种便利的剥夺可能性会给证人施加压力，从而能阻碍进行公正的判决。(宪法裁判所 2001.8.30 99宪MA496决定)

（10）宪法第34条第5款对“残疾人”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上意义
宪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所有国民有享受作为人的生活的权利”，并在第2款至第6款得到了具体化，与社会的弱者有关，有享受作为人间的生活的权利。宪法第34条以明文规定保护女性、老人、青少年、残疾人等社会的特定人群，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特殊保护残疾人等社会弱者。国家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并维护实际上他们行使自由的条件。(宪法裁判所 2002.12.18 2002宪MA52决定)

3、关于国会的决定例
（11）选区划分是否违反宪法(宪法不一致决定)

在关于人口偏差的多种见解中，目前可以考虑采用的方法是按33.3%偏差为准的方案和上下50%偏差为准的方案两种。其中，根据上下33.3%偏差为准的方案在考虑行政区域和国会议员定额以及人口比例原则等其他种种因素时，会有很多困难。因此，在本次决定以上下50%偏差为标准判断违宪与否。但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应该按照33.3%或不到33.3%的人口偏差为标准进行判断。例如韩国京畿道安养市东安选区，该地区的人口偏差高出全国选区的平均人数的+57%。因此该选区的划分逸脱了国会的自由裁量范围，所以这种选区划分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选举权及平等权。(宪法裁判所 2001.10.25 2000宪MA92、240决定)

（12）比例代表国会议会议席分配方式及一人一票制是否违宪(违宪)

《公正选举及不正选举不正防止法》采用一人一票制，不承认选民用其他方式对政党进行投票，并把地方选区推选出来的选民意向拟制成对政党的支持意向，从而分配比例代表议员席。选民依据这种比例代表方式只支持地区的原候选人或者政党中的某一政党时，不论是以候选人为准进行投票，还是以政党为标准进行投票，不仅不能反映自己的真正意向，有一半的选择权会被剥夺。另外，还无法真正地反映出国民对新生政党的支持。因此只能把议员席分配给现有政党。这不符合选举中反映的国民的意向以及保障国民的自由选择权的民主主义原理。(宪法裁判所 2001.7.19 2000宪MA91、112、134决定)

（三）宪法发展的展望
宪法裁判所的最近决定从整体上看，主要是对个人财产权等经济性基本权利内容进行的宪法裁判，从此产生的事例比较多，这反映了国民的权利意识在提高。与此同时，还有国家立法不作为或者行政不作为为对象的违宪审查申请，以及关于违反从法治主义原理派生出来的信赖保护原则和平等权侵犯的违宪审查请求。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通过宪法裁判确认国家权力的正当性的探索在增加趋势。例如，2004年4月要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按上述比例代表国会议会议席分配方式及一人一票制的违宪决定在投票方式上实行一人两票制。

宪法裁判所决定中所提示的决定理由是，在宪法学界议论的宪法理论的实质性适用的表现，这些事例的积累会成为今后韩国宪法学理论和宪政发展的良好基础，并能成为今后完善国民权利保障的基础。
二、2003年韩国行政法的回顾和判例动向

（一）韩国行政法回顾
随着解放，与制定宪法同时树立了民主主义、法治主义、权力分立主义以及地方自治制度等近代的立宪国家体制，在这基础上韩国行政法得到了发展。韩国行政法的演变过程大约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政府成立到60年代末，是行政法的形成期。根据宪法制定行政诉讼法(1951)、诉愿法(1951)、国家赔偿法(1967)，出台了第一项行政救济制度。不仅如此，还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地方公务员法(1963)、地方自治法(1949)、警察职务执行法(1953)、行政代执行法(1954)、建筑法(1962)、土地收容法(1962)等行政法领域的主要法律。然而，这些法律几乎都是把日本的相关法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而已。而且，当初的行政法学也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日本的行政法学。可以说，德国行政法学形成了日本行政法的内容和中心，这意味着韩国的行政法学是通过日本间接地继承了德国行政法学。1962年，出台了《关于整理旧法令的特别措施法》，废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军政、过度政府的法令，用韩国的法律来代替。从1962年开始，随着经济开发计划的连续推行，开始制定了诸多经济相关法律。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行政法的发展期。随着产业化政策正式被实施，出现了工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的供给问题，人口的城市密集化也加快了住房问题。1970年代初，主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了相关法律，代表性的有国土利用管理法(1972)、宅地开发促进法(1980)、住宅建设促进法(1972)、城市再开发法(1976)、首都圈整顿计划法(1982)等。这一时期，为了解决因贫富差距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保护社会弱者，又出台了社会福利事业法(1970)、生活保护法(1982年全面修改)、老年人福利法(1981)、医疗保险法(1976年全面修改)等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另外，要从污染的环境下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相继出台了环境保全法(1977)、自然公园法(1980)等环境相关法律。尤其，这一期间，更是摆脱了依存于日本行政法学的状况，对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行政法学的比较与研究开始活跃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全面修改了1951年的行政诉讼法和诉愿法，因而树立了现行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审判法的体制。
第三阶段：1990年代以后，是行政法的成熟期。进入1990年代，社会保障法制和环境法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95年制定了社会保障基本法，生活保护法由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1999)所代替，而国民健康保险法(1999)、国民年金法(1995年全面修改)、雇用保险法(1993)等社会保险相关法律也得以修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要实现福利国家而出台的基本法制。而且，原来的环境保全法制进一步细分为大气环境保全法(1990)、水质环境保全法(1990)、噪音振动规制法(1990)、废弃物管理法(1986)、关于促进资源的节约和再利用法律(1999)、自然环境保全法(1990)等内容。
特别是1990年代，留学德国、法国、美国的学者直接介绍这些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更加丰富了行政法学的总论和各个理论领域的内容。
此外，1994年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行政诉讼改为三审制，第一审管辖法院为行政法院。原来的行政审判前置主义改为任意程序，扩大了国民的权利救济方法。1996年出台了行政程序法和公共机关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并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了。这些法律的制定虽有不充分的一面，但可以说它对韩国行政法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0年12月29日，国家赔偿法的前审程序改正为任意程序，从此解决了该法律所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
（二）最近动向
1．主要法律的修改情况
下面只简单介绍行政法领域主要法律的修改，即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审判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内容。
行政程序法于1996年制定，经两次(1999、2002)修改。2002年修改而新增的主要内容包括：送达的效力发生(第15条)、处分方式(第24条)、意见的提出(第27条)、提出意见的反映(第27条第2，新增条款)、听证主持人和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第28条、第29条)、听证的进行(第31条)、听证的终结(第35条)、听证结果的反映(第35条第2，新增条款)、公听会的召开(第38条)、公听会结果的反映(第39条第2，新增条款)、申告(第40条)、行政立法预告和预告方法(第41条、第42条)、对有关部长的协助要求(第54条)等，在立法上反映了这一段施行初期适用上所出现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自1984年全面修改以来，经过了三次修改。2002年1月26日修改的主要内容有：第7条案件的移送、第8条法适用例、第16条第三者的诉讼参加、第17条行政厅的诉讼参加、第34条拒不处分取消判决的间接强制中的准用规定等。
行政审判法于1984年制定，此后进行了五次修改。如1988年、1991年、1995年、1997年、1998年的修改，现行法律维持1998年的体制。
国家赔偿法于1967年制定以来，经过了五次修改。2000年12月29日修改的条款有：诉讼和赔偿申请的关系(第9条)、赔偿审议会(第10条)、各级审议会权限(第11条)、赔偿申请(第12条)、审议和决定(第13条)、复审申请(第15条的第2)等。
2．最近判例的动向
(1) 行政程序法相关判例
①诚信及信赖保护的相关判例
其一；如果处分的瑕疵在于因当事人隐蔽事实或其他欺骗行为而做出的申请行为上，那么当事人早已知道这种处分利益是违法取得的，也已预料到其取消的可能性，所以自己本身当然不能主张该处分的信赖利益，行政厅没考虑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成立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大法院2002.2.5  2001DU5286判决)

其二；要对行政厅的行为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行政厅应对个人表明公的见解。第二、相对人在信赖行政厅的公的见解具有正当性上，应不存在个人归责事由。第三、该个人基于这种信赖，应做出某种行为。第四、行政厅做出违反其见解的行为，从而发生了侵犯信赖其见解表明的个人利益的结果。(大法院2001.11.9  2001DU7251判决)

②处分的事先通知相关判例
作为可以不实施听证的事由，是否属于“意见的听取明显困难或者认为明确不需要听取意见的正当理由”的情况，要根据该行政处分的性质而定。它不应根据听证通知书的返回与否和听证的通知方法而定，而且，以对行政处分对方的听证通知书的返回或者相对人在听证当天没出席为理由，不实施听证而直接做出侵权性行政处分是违法的。(大法院2001.4.13  2000DU3337判决)

(2) 行政诉讼法相关判例
①当事人诉讼的相关判例
争夺公法上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项、第39条规定，其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即国家、公共团体、此他的权利主体具有被告资格。(大法院2001.12.11  2001DU7794判决)

②关联请求诉讼的移送及合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10条规定，关联请求诉讼的合并条件是原来的抗告诉讼要合法，所以因原来的抗告诉讼不合法而被驳回，与之合并提出的关联请求也应该以不符合诉讼条件为由被驳回。(大法院2001.11.27  2000DU697判决)

③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是由于行政厅做出的该处分被取消而只有从法律上得到直接、具体利益者才有提起诉讼的利益，只不过有事实或间接关系的者未有提起诉讼的利益。(大法院2003.9.23  2002DU1267判决)

④取消诉讼的对象相关判决
一般情况下，法律是否违反宪法，在宪法裁判所做出违宪决定之前，客观上是说不明白的，所以作为行政处分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的这一理由，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能成为该行政处分的取消诉讼的前提，也不能视为属于当然无效的事由。(大法院2001.3.23  98DU5583判决)

⑤提诉期间相关判例
行政诉讼法第20条中“90日以内的提诉期间”是不变期间，与之相关的民事诉讼法第160条第1款中“当事人不能负责的事由”是指，尽管当事人为了进行诉讼行为而履行了应尽的注意义务，但还是不能遵守期间的事由。(大法院2001.5.8  2000DU6916)

⑥裁量处分的取消相关判例
制裁性行政处分是否脱离了社会的一般概念上的裁量权范围，应客观审理作为处分事由的违反行为内容和通过该处分行为要达到的公益目的以及随之发生的各种事情等，并比较衡量公益侵犯程度和因该处分而个人承受的不利利益后作出判断。(大法院2002.2.5  2001DU7138判决)

⑦事情判决相关判例
如果行政处分是违法的，原则上要取消该处分。但，例外地情况下，如取消它明显不符合公共福利，那么法院可以作出事情判决。即使没有当事人明确的主张，事情判决是可以鉴于记录所显示的情况，利用职权作出判断。可是，是否属于事情判决要件，而且明显不符合公共福利，应比较衡量取消和变更违法行政处分的必要性和因此而可能发生违反公共福利等情况后作出判断。(大法院2001.1.19  99DU9674判决) 

(3) 行政审判法相关判例
①与行政审判裁决的羁束力相抵触与否有关判例
取消纳税赋科处分的裁决存在时，作出处分的行政厅在不违反裁决宗旨的范围内，可以对裁决明示的违法事由进行纠正、补充并计算公正的税金重新赋科租税。这种新的纳税赋科处分与裁决的羁束力不相抵触。(大法院 2001.7.27  99DU5092判决)

②行政审判请求期间相关判例
行政审判法第18条第5款规定为，若行政厅误报审判请求期间(期间延长的误报)，并相对人在误报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视它为审判请求期间内提出的请求。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行政审判的提出，但不能视为当然适用于行政诉讼。(大法院2001.5.8 2000DU6916判决)

(4) 国家赔偿法相关判例
①国家对法官的裁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要件
法官在进行裁判时，即使有不遵守法令规定的失误，这一裁判上职务行为不能立即构成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违法行为而发生国家赔偿责任。如要认定国家承担法官的失误所导致的赔偿责任，其条件应具备；该法官以违法或不正当目的进行裁判、或者法官明显违反了法律要求的职务履行上所需要的标准等，法官明显违反了法律赋予他权限的宗旨的特别情况。(大法院2003.7.11 99DA24218判决)

②公务员的行为与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赔偿责任有关判例
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根据法令规定获得了具体义务，但该义务与国民的利益无关，并是为了维持行政机构内部秩序，或者和国民的利益有关，但不是为了某一个国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体国民的利益，即使违反法令赋予的义务而造成国民的损害，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不承担赔偿责任。(大法院2002.3.12  2000DA55225判决)

（三）韩国行政法的展望
随着国民的权利意识提高、行政作用的扩大以及行政法院的设立，行政案件明显增多，而行政诉讼过程中生产了很多良好的判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判例进一步证实行政法理论的实质性面貌，这些成就将为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加之，最近在韩国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议论活跃。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履行判决或积极性形成判决的采纳与否。在这一点上，有人能提出三权分立原则的理由，但三权分立或权力分立的宗旨是在于人权保障，而不在于权力分立其本身。因此，在行政机关违反或未遵守法令所规定的命令时，应当以履行判决或积极性形成判决来纠正其违法行为。通过行政诉讼法的完善，行政法领域中的权利救济范围将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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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卢梭（Dominique Rousseau）：《第五共和时期的宪法修改》（La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sous la Vème République），第1页，刊载于� HYPERLINK "http://www.conseil-contitutionnnel.fr" ��http://www.conseil-contitutionnnel.fr�。


� 所谓成文宪法是以一种或多种文书规定关系国家根本组织的事项。不成文宪法不能同习惯宪法混为一谈，英国是不成文宪法的典型代表国家。


�当然，法国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在形式上遵循了1875年宪法和1946年宪法有关修宪程序的规定，具体表现为通过1940年7月10日宪法性法律和1946年6月3日宪法性法律变相废止了前部宪法，但这仍难以掩饰其违背前部宪法修宪规则实质精神的本质。参见西蒙－路易(福尔梅日(Simon-Louis Formery)著：《法国宪法逐条释义》(La Constitution commentée article par article), Hachette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让·瓦里纳（Jean Waline）：《1958年宪法修改》（Les révisions de la Constitution de 1958），收录于《皮埃尔·阿当教授纪念论文集》（Mélanges Philippe Ardant），1999年，LGDJ出版社，第236页。


�本源性制宪权属于人民。但根据人们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理解，行使该权力的模式也有所不同。国家主权理论强调选举一个专门负责起草宪法的制宪委员会，由它统一行使国家制宪权。法国历史上的1791年、1848年和1946年三部宪法就是如此形成的。相反，在国民主权理论的指导下，所有的宪法草案必需经由公民复决方可通过，如法国历史上1793年、1946年和1958年三部宪法。


�因为政府只对国民议会负责，国民议会在制定法律、表决预算等领域较参议院享有更多的特权。


�根据1958年宪法第45条之规定，在普通立法程序中，如果议会两院经过两读仍无法就某一法律议案形成一致意见，政府就可以召集议会两院人数相等的议员组成的对等联席委员会，以期形成案文一致的文本。不仅如此，如果该对等委员会无法形成两院共同案文或此案文无法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由两院通过，政府就可以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再次一读后提请国民议会最后表决。


�根据宪法第49条第三款之规定，政府可以以某一法案的表决通过向国民议会质押其政府责任。具体说来，只要国民议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或所提不信任案未获得议会绝对多数通过，该法案就视同为通过。由于政府只对国民议会负责，而不对参议院负责，所以以承担政府责任形式变相通过法案的机制在宪法修改程序中无法适用。


� 该委员会建议“经议会两院分别两读后，总统可以将议会任何一院以有效投票五分之三多数通过的修宪文本提交公民复决”，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刊载于1993年2月16日的《官方公报》，第2555页。


�前揭让·瓦里纳（Jean Waline）《1958年宪法修改》一文，第239页。


�1958年宪法第11条第一款，1995年8月4日宪法性法律新增了“有关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及相关公共服务事业改革”一项可提请公民复决的内容。


�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审判机关，也是政府的法律顾问。根据1958年宪法第39条第二款之规定，任何法律草案在提交部长会议审议之前必须先经最高行政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虽然从法律上讲政府没有义务在未来提交议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中采纳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但该机构在法国政治、法律生活中享有的极高权威通常迫使政府听从其意见。


�前揭让·瓦里纳《1958年宪法修改》一文，第243页。


�同上，第242-243页。


�前揭多米尼克·卢梭《第五共和时期的宪法修改》一文，第2页。


� 1992年9月2日第92-312 DC号裁决，参见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和洛易克(菲利普（Loïc Philip）编著，《宪法委员会重要裁决》（Les gran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1999年，第10版，Dalloz 出版社，第841页。


�罗贝尔(巴丹特（Robert Badinter）：《宪法委员会与制宪权》（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t le pouvoir constituant），收录于《雅克·罗贝尔教授纪念论文集》（Mélanges Jacques Robert），1998年Montchrestien 出版社，第225页。


� 代表性观点参见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主编的《宪法》（Constitution）一书中由奥托·菲斯曼（Otta Pfersmann）撰写的“宪法作为法规范（La constitution comme norme）”部分，第110-111页。


�让(吉盖勒（Jean Gicquel）著：《宪法与政治制度》（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Montchrestien 出版社，2002年18版，第508页。


� 宪法委员会1962年11月6日第62-20 DC号裁决，参见前揭路易(法沃赫和洛易克(菲利普编著的《宪法委员会重要裁决》，第184页。


� 前揭《宪法委员会重要裁决》，第844页。


�前揭罗贝尔(巴丹特《宪法委员会与制宪权》一文，第224页。


� 代表性观点如贝尔唐 马修（Bertrand Mathieu）：《是否存在超级合宪性 ?》（La supra constitutionnalité existe-t-elle ?），载于Les petites affiches，1995年3月8日。


� 弗朗索瓦(吕歇尔（François Luchaire）著：《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第一卷，1997年第2版，Economica出版社，第154页。


� 如在第四共和第三届国民议会期间（即1956年1月－1958年6月），法国先后成立了四届政府。资料来源：吴国庆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法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2页。


� 相关评论参见Pierre Ferrari, La loi du 22 janvier 2002 relative à la Corse, Revue Actualité  juridique Droit administratif, 2002-2, p.86 ; Jean-Eric Schoettl,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t le statut de la Corse, Revue Actualité  juridique Droit administratif, 2002-2, p.100.


�《宪法》第34条第1款。


� 《宪法》第38条第1款。


� 经修改后的宪法第72条第六款规定“国家派驻各级地方团体的代表负责维护国家利益，监督地方团体遵守国家法律”。在法国，针对地方团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模式，即国家代表诉讼（déféré préfectoral）。当国家派驻地方的代表本人认为或根据行政相对人申请认为地方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合法时可以提请行政法官予以审查。


�按照宪法第77条之规定，在新喀里多尼居民投票批准“努美阿协议”后，法国议会将制定一部组织法，对国家向新喀里多尼地区移转权限、新喀里多尼地方机构的组织与运作、新喀里多尼公民权、选举体制、新喀里多尼地区各民族可能宣布独立的期限和条件等内容作出规定。


�1959-1974年间宪法委员会共受理9起法律合宪性审查案件，其中由参议会议长提起占三分之一。


� 如1975年允许“堕胎”的法律和1994年有关“生物伦理”的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就是由当时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右派政党内部的少数议员提起的。


� 其中，215份由国民议会议员提起，142份由参议员提起，由总理提起的为16份，由国民议会议长提起的为3份，由参议院议长提起的为6份。资料来源：帕斯卡·让（Pascal Jan）：《宪法诉讼程序》（Le procès constitutionnel），LGDJ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 如宪法委员会1975年1月15日作出的涉及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堕胎法律”裁决，1989年1月17日涉及视听自由的“高等视听委员会”裁决和1993年8月12-13日关于外国人权利、地位的“移民法”裁决等。


�亨利(胡西荣（Henry Roussillon）著：《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Dalloz出版社，1996年第3版，第23页。


� 前揭让·瓦里纳《1958年宪法修改》一文，第248页。


� 皮埃尔·巴尔戴（Pierre Pactet）：《1958年宪法的逐步非神圣化》（La désacralisation progressive de la Constitution de 1958），收录与《皮埃尔·阿维日教授纪念论文集》（Mélanges Pierre Avril），Montchrestien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 刘向文，教授、法学博士，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 详见刘向文主编：“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及其教训”，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俄罗斯联邦宪法，见《俄罗斯报》1993年12月25日版或莫斯科法律书籍出版社1993年俄文版。


� 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制定和特点，详见刘向文、宋雅芳合著：《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1－26页；刘向文著：《俄国政府与政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版，第21－33页。


� 马拉特•维克托罗维奇•巴格拉伊，1931年出生于巴库，毕业于罗斯托夫国立大学。系法学博士、宪法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自1995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1997－2002年期间连任两届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院长。


� 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第一章为《宪政制度原则》，它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方向。第二章为《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确认了人和公民的法律地位。俄现行宪法为上述两章以及第九章条款的修改，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程序，即按照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召开制宪会议或交付全民公决。


� 瓦列里•季米特里耶维奇•佐尔金，1943年2月18日出生于滨海边疆区十月区康斯坦津诺夫卡村。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系法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自1991年起至今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其中，1991年至1993年，2003年至今两度担任宪法法院院长。


�Основ ной  закон既可以译为基本法，也可以译为根本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把西德的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译为西德基本法，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译为根本法。我认为，现在是应当把这一译法统一起来的时候了。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载《俄罗斯报》1993年10月8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载《俄罗斯报》1995年6月28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载《俄罗斯报》1999年7月1日、3日。


� 见《俄罗斯报》1993年10月8日。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当选代表名单》，载于《俄罗斯报》1993年12月28日版。


    � 147个社会组织中，有33个政党，16个政治运动，89个其他社会联合组织，9个工会组织，见《俄罗斯报》1993年10月29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当选代表名单》，载于《俄罗斯报》1993年12月28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由国家杜马于1995年6月9日通过，联邦委员会于1995年6月15日赞成，叶利钦总统于1995年6月21日签署，载于《俄罗斯报》1995年6月28日版。


    � 选举联合组织是指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程序建立的、其章程规定通过提名候选人参加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并在宣布选举日6个月以前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的全俄性社会联合组织。选举联盟是指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期间，由两个以上选举联合组织结成的联盟。


    � 作者根据《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当选代表名单》统计，见《俄罗斯报》1996年1月6日版。


    � 43个选举联合组织、选举联盟名单，载于《俄罗斯报》1995 年11月10日版。


    � 《1995年12月17日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时，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全联邦选区分配代表席位纪录资料》，载于《俄罗斯报》1996年1月6日版。


    � 1999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由国家杜马于1999年6月2日通过，联邦委员会于1999年6月9日赞成；叶利钦总统于1999年6月24日签署联邦法律第121号令签署批准，载于《俄罗斯报》1999年7月1日、3日版。


    � 选举联合组织缴纳的选举保证金，是指参与全联邦选区选举和单名制选区选举的总选举保证金额。


    � 载于《俄罗斯报》1999年12月17日版。


    � 载于《俄罗斯报》2000年1月19日版。


    � 见《俄罗斯报》1999年7月1日版。


    � 见《俄罗斯报》1999年7月1日版。


    �载于《俄罗斯报》1999年12月24日、31日版。


    � 载于《俄罗斯报》1999年12月31日版。


�载于《俄罗斯报》2003年12月17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载《俄罗斯报》2002年12月25日第22版。


� 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于1999年12月17日举行。第三届俄国家杜马任期届满前的第二个星期日为2003年12月7日。所以，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定于2003年12月7日竞选。


� 2002年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第12条规定，选区在各联邦主体内按照选民的人口数量划分。在一个联邦主体内，任何选区选民的数量不得超过选区选民平均数的百分之十，而在交通不便或边远地区选区选民的数量不得超过选区选民平均数的百分之十五。


� 地方组织长官、部队指挥员以及其中有临时逗留选民的机构领导人，至迟在选举前60日将本单位选民资料按法定形式提供给地区选举委员会。


� 该声明中明确指出自己的政党和其他社会联合组织属性。


� 在单名制选区自荐的俄国家杜马代表候选人若在本选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选票，各政党选举联盟若在全联邦选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选票，其选举保证金在选举结果公布后5日内退还。若获得的选票少于上述选票数，其选举保证金在选举结果公布后60日上交国库。


� 见《俄罗斯报》2003年12月20日版（俄文网站）。


� 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选举结果，见《俄罗斯报》2003年12月20日版（俄文网站）。


� 第四届俄国家杜马代表全联邦选区选举结果，见《俄罗斯报》2003年12月20日版（俄文网站）。


� “统一的俄罗斯”党获得22779279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37.5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7647820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12.61％;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6943885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11.45％; “祖国”联盟获得5469556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9.02％； 俄民主党“苹果”（4.3％） 、“右翼力量联盟（3.97％）、俄罗斯农业党（3.6％）等获得的选票均未超过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5％）。见《俄罗斯报》2003年12月20日版。


� 2004年1月17日《俄罗斯报》报道，在447名当选的俄国家杜马代表中， “统一的俄罗斯”党党员已有304名。


�见《俄罗斯报》2004年1月17日版。


� 选举联合组织是指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程序成立的，其章程规定提名代表候选人参加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并在宣布选举日6个月以前经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的全俄性社会联合组织。选举联盟是指国家杜马选举期间，由两个以上选举联合组织结成的联盟。


� 按照上述规定，“统一的俄罗斯”党等9个政党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支持。载《俄罗斯报》1993年12月23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载《俄罗斯报》1993年10月8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载《俄罗斯报》1995年6月28日版。


� 《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选举法》，载《俄罗斯报》1999年7月1日、3日版。


�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国家杜马于1995年4月21日通过，载于《俄罗斯报》1995年5月23日版。


�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国家杜马于1999年12月1日通过，载于《俄罗斯报》2000年1月5日版。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基本法）的法律》，载于苏联《消息报》1990年3月16日版。


�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即经过七次修改补充后的1978年俄宪法，见莫斯科《消息报》出版社1992年俄文版。


�见刘向文著：《试谈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载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杂志，1994年第5期，第48—54页。


� 2003年10月，《俄罗斯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宣布，以1991年“8.19事件”为开端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993年“十月事件”胜利结束。《俄罗斯报》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报。


� 叶利钦获得26665495张选票，久加诺夫获得24211686张选票，列别德10974236张选票，亚夫林斯基5550752张选票……详见《俄罗斯报》1996年6月22日版。


� 1996年7月3日复选时，选民总数为108600730人，参加投选民为74815898人。叶利钦获得40208384张选票，久加诺夫获得30113306张选票。见《俄罗斯报》1996年7月10日版。


� 1999年5月总统弹劾战的细节，详见刘向文、宋雅芳著：《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70页，第265—267页；刘向文著：《俄国政府与政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版，第166－171页。


� 《俄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国家杜马于1999年12月1日通过，载于《俄罗斯报》2000年1月5日版。


� 见《俄罗斯报》2000年1月6日版。


� 见《俄罗斯报》2000年4月7日版。


�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国家杜马于2002年12月24日通过，载于《俄罗斯报》2003年1月16日。


� 联邦委员会，即俄罗斯联邦议会上院。


� 见《俄罗斯报》2003年12月23日、25日版。


� 据《俄罗斯报》俄文网站2003年12月20日宣布，“统一的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祖国”联盟在第四届俄国家杜马全联邦选区选举中，获得参加投票选民总数5％以上的选票，进入国家杜马，成立议会党团。


� 见《俄罗斯报》2004年3月7日版（俄文网站）。


� 见全俄政治性社会联合组织一览表，载刘向文、宋雅芳著：《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421页。


� 2001年政党法规定，每一个政党必须符合下述三项要求：（1）每个政党都应该在一半以上的俄联邦主体内设立地区分部，而且在一个联邦主体里只能设立一个分部。（2）每个政党必须有一万名党员，而且大多数联邦主体分部里至少有一百名党员，在剩余的联邦主体分部里至少有五十名党员。（3）政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地区性分部以及其他的结构性分支机构，都必须设在俄领土上。见刘向文著：《俄国政府与政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61页。


� 《俄罗斯报》俄文网站2003年12月20日消息，俄中央选举委员会首次正式公布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在全联邦选区中，“统一的俄罗斯”党获得2280万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37.57％，获得120个议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7.6万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12.61％，获得40个议席；俄罗斯联邦自由民主党获得690万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11.4％，获得36个议席；“祖国”联盟获得550万张选票，占参加投票选民总数的9.02％，获得29个议席。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选民共6070万人，占俄罗斯联邦选民总数的55.75％。


� 在2002年俄总统选举中，普京总统采用自荐形式。


� 见《俄罗斯报》2003年1月23日版。


�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一个总统候选人选举基金的最高限额为2500万卢布，而现在为25000万卢布。


�在俄罗斯联邦全境，选举分区共有9400多个。见《俄罗斯报》2003年1月23日版


� 如果某一政党观察员拒绝签名证明总统选举结果笔录的真实性，那么投票结果笔录无效。


� 行政改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政体制改革。


� 2003年的总统咨文，载于《俄罗斯报》2003年5月17日版。


� 瓦列里·维茹托维奇著：《职位革命》，副标题为《行政改革不能拖延》，载于《俄罗斯报》2003年5月17日 版。





� 叶莲娜·拉什基娜等著：《总统签署行政改革令》，载《俄罗斯报》2003年7月24日版。


� 见《俄罗斯报》2004年1月23日、2月11日版。


(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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